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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是本手册有关文化和认知发展主题的第三个章节。以前版本的一些章节，以及本手册中由

Shweder与其同事共同编纂的第1卷第11章，还有Greenfield与她的同事完成的第4卷第17章，也都包

含了广义文化和发展的相关内容。鉴于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拓宽文化

和认知的个体发生（被默认为是手册中所有其他关于文化和发展章节的主题）的问题，将其置于更广泛

的进化和历史框架下，从而对以上章节内容加以补充。

进一步分析文化对发展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原因是多方面的。所有从事这方面著述的人都不会否认

人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物种本身种系的遗传性。事实上，Shweder 及其同事（1998）已明确指出

人类有着漫长的共同的进化史，这为发展提供了约束。他们也援引了关于经验的影响的观点, 这些观点直

接来自发展神经科学（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方面的研究。然而，他们并不探查这些种系发生的

影响因素是如何与文化和人类的个体发生联系起来的，仅限于指出这些原始的共同特征到底是什么，他

们“只获得了特征、实质、定义和动机力量……当……转化时；一些特定实践、活动安排或生活方式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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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Shweder et al., 1998 p. 871）。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如果不能详细说明的话，

它实际上是将人类系统发生和文化历史置于没有研究清楚个体发生的背景下，来陈述这些不同领域正在

发生的联系。Rogoff (2003)也预先假定但并没有分析认知发展的种系发生基础所具有的物种特殊性，他

将注意力放在个体和历史的变化中不同实践活动内部和活动之间参与方式的转变上。

我在这里采用的方法反映了我对俄国心理学的文化－历史学派研究的长期兴趣，在他们看来，人类

的发展是种系发生过程、文化－历史作用、个体发生过程和微观基因作用自然发生的结果，而这些过程是

同时作用于正在发展的个体上的（Vygotsky, 1997; Wertsch, 1985）。这一立场与时下越来越受到瞩目

的研究领域——着眼于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间关系的进化发展心理学联系起来（e.g., Bjorklund & 

Pellegrini, 2002）。然而， 这一进化发展观，尤其是关于认知发展的观点，忽略了文化历史的作用。因

此，我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忠于进化观点的基础上将文化的历史引入人类发展的研究中。

定义：文化，认知发展及相关概念

因为这一章会将生物历史、文化历史和认知的个体发生联系起来，所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当“文化”

和“认知”这些术语出现在我所涉及的不同学科（比如人类学、古生物学、灵长类动物学和心理学）中的

含义还是很有必要的。

文化

一般来讲，文化通常指过去人类成就的社会传承体，它成为现代某个社会群体（通常指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居民）的资源（D’ Andradem, 1996）。在个体发生中，一些有关文化的概念和认知发展研究的问

题永远不会停止争论。包括文化是否是人类特有的财产，人类的各种文化能够根据发展水平加以分类的范

围，文化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关系，以及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假定文化被某一社会团体所分享。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灵长类动物学家指出文化的核心观念是“凭借社会影响获得的群体特殊性行为（至

少部分如此）”(McGrew, 1998, p. 305) 或者通过社会学习过程获得的“以非遗传方式传播或保持的行

为一致性”(Whitten 2000, p. 284)。根据这种最低限要求者（minimalist）的定义，文化并非人类所特

有。不仅是许多灵长目动物，还有其他表现出行为一致性的物种中也存在文化，只要这种一致性通过非遗

传方式获得（尽管那些方式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普遍存在争论）。

当讨论系统发生学对人类认知发展的贡献时，我会再谈及这一点。目前，即便那些声称其它动物中也

存在文化的人们通常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就像人类的认知能力要比其它灵长类动物多一样，人类文化也

不仅仅是非遗传方式传递的行为模式。至于这个“更多”到底指的是什么，以及不同物种之间文化本质的

差异可以告诉我们文化在人类认知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还存在不同意见，由此

产生了大量有争论的文献(Byrne et al., 2004)。

文化的历史与发展

十九世纪，文化被用作文明的同义词，大概指的就是人类创造力在诸多领域的持续改进，比如工业

技术方面，包括金属工具和农业实践工具的制造技术；科学知识的广度；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礼貌和不

同习俗的讲究；以及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控制力(Cole, 1996; Stocking, 1968)。

到了二十世纪，由于 Franz Boas及其同事的努力，把文化当作文明进步的观念逐渐被如下观点取代：

所有的文化都是从古到今的社会团体对其所处环境局部适应的产物。因此，人类学家一般会反对用整体价

值或功效来衡量不同的文化，因为这些判断从历史观点和社会生态学角度来看，都不过是偶然发生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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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仍有人强调说即便不按照功效，文化也可以根据复杂性的水平高低进行归类排列。这样问题就变成，

如何将这些文化变量同心理过程的变量联系起来(e.g., Damerow, 1996; Feinman, 2000; Hallpike, 

1979)。

文化模式：共享式的还是分布式的？

当早期的人类学者（比如 Margaret Mead）去偏僻的、相对闭塞且没有文字的社会去研究文化和发展

时，他们所持的文化观念认为文化是“人类过去成就的社会传承体，它成为某一社会团体在其历史和生

态环境中的当前资源。”。在Mead的案例中，父母对未成年人及有关年青人性行为风俗的态度、摩奴人在

支柱上建造房屋的方式，照顾（或没能照顾到）其子女，或者对事件进行万物有灵论的解释，都组成了

“传承的知识”及有益的“当前资源”。她还作了另外的假设：这种社会传承是高度模式化的、相互联系

的、被同样体验过的、普遍深入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对文化单一、格式塔式构造的高度强调，让步于对

文化和个体水平上内部异质性的重视，让步于随之而来的对人们积极创造文化并享受已存在文化的需要

(Schwartz, 1978)。

一般而言，某种特定文化元素被共享的程度成为人类学中，尤其是研究文化和认知时的一个重要主

题。Kim Romney和他的同事建议用他们所谓的“文化一致性模型”描述某种特定文化所共享的程度

(Romney & Moore, 2001; Romney, Weller, & Batchelder, 1986)。Medin和 Atran (2004)应用这一模型

研究一个社会的不同亚团体间思考特殊领域的方式有何不同（比如他们如何认识大自然且如何据此采取

相应行动）。文化的这样一个分布式观点与认知中的分布式理论不谋而合(e.g., Hutchins, 1995)。

文化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关系

二十世纪中叶文化概念的快速繁荣促使 Alfred Kroeber和 Clyde Kluckhohn(1952)提出了著名的综

合定义，与灵长类动物学家通常采取的“社会学习”定义或者 D’Andrade的“社会传承”方式相比，提

供了更多的详细界定：

文化是由通过符号而获得和传播的各种外显的、内隐的行为模式组成，构成了不同人类团体的特

殊成就，包括在人造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在于传统的(也就是历史形成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

它们的附加价值；文化体系可能一方面被看作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作为进一步行动的条件因素

(Kroeber & Kluckhohn, 1952, p.181)。

这一定义包含了各种元素的混合，一些看起来是属于外在世界的物质性东西，而另一些则是人头脑

中的精神实体（思想和价值）。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物质文化和符号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分离，体现了

至今这一领域的一个主要断裂。而且，当 Kroeber 和 Kluckhohn把思想和价值挑出来作为文化的本质核

心时，至少对文化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相对重要性给出了粗略的评价。这并非一个无知的偏好，而是反映了

这样一个事实：在二十世纪中期，始于人类学，强调文化行为或物质方面的文化定义（理论）逐步转向

Kroeber 和 Kluckhohn支持的强调其理想或精神层面的定义（理论）。近些年来，很多人努力在文化的定

义中将“文化是外在物质的观点”与“文化是内在精神的看法”结合起来。

举例来说，Shweder和他的同事就定义人类文化为符号及行为的传承：

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符号传承由其所持的对人、社会、自然及神等的看法和理解构成，而其行为传承则

包括了常规或习俗化了的家庭生活及社会实践(1998, p.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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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和他的同事已经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观点。 Weisner (1996) 指出文化对发展的影响可在作为家

庭生活主要部分的日常活动和惯例中找到。个体和活动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然而，由于参与者在组织

活动中会采取积极行动，所以在有文化组织的活动及实践中，主体与客体是分不开的(Gallimore, 

Goldenberg, & Weosmer. 1993, p. 541)。

关于文化如何作为人类活动的组成部分有着大量的说法。早在 20世纪 70年代，Geertz赞成并引用

Max Weber的形象化比喻，将人类比作“悬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声称“我把文化看作那

些网”(Geertz, 1973. p. 5)。因为这个比喻，Geertz常被认为是采用文化概念是头脑中的知识的人类学

者(e.g., Berry, 2000)。然而，有一点是重要的，Geertz明确反对文化是唯心主义的概念，提出文化应

该能用某一方法或计算机程序类推出来，他称此为控制机制：

文化的控制机制观点开始于这样的假设：人类的思想基本上既是社会的又是公共的——它的天

然栖息地就是庭院，市场，和小镇的广场。思想不是由发生在头脑中的事件组成的 (尽管发生在那里

及其他地方的事件也是促使思想产生的必要条件)，而是G. H. Mead等人称作重要符号的东西组成，

主要指的是字词，也有姿态手势、图画、音符，机械装置如钟表(p. 45)。

在本文的下面部分，我采纳的观点如下：蕴含于历史实践活动的符号和内涵构成了人类文化。

发展

由于这一章节主要供发展心理学家使用，对于发展定义的纯理论性质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如果去翻阅

那些介绍儿童发展的最主要文献，就会发现其中很多对发展不作任何定义，而是假定其含义并将重点放

在特殊的内容范围或者分析方法上。或者也只是提供了一些“最不常见的命名者（least common 

denominator””的定义，考察的主要还是理论和数据资料：“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

——这些变化由概念开始并且贯穿一生”。(Cole, Cole, & Lightfoot, 2005, p. 2)。还有纯理论的定义

如，“发展是与年龄相关的，涉及到性质的改变和行为的重组，是有序的、累积的、有方向的过

程”(Sroufe, Cooper, & DeHart, 1996, p.6)。

具体到文化和认知的发展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比如说，Rogoff(2003)将学习和发展作同义处理。其

他人，包括我自己，把学习和发展视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和认知变化相关的有交叉却又截然不同的两个过

程。（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见本手册本卷，Keil,撰写的第14章, Kuhn 和 Franklin撰写的第 22章; 

和 Siegler撰写的第11章)。学习意味着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而发展则指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不同要素在性

质上的重新组合并伴随对人及其所处环境间关系的重新认识 (Cole, 1996; R. Gelman & Lucariello, 

2002; Vygotsky, 1978)。任何文化和认知发展的文章中对发展概念的处理，常常很容易从作为认知指标

的特定任务中推断出来，看起来就像是来自于发展心理学的不同经典理论。

文化和认知：人造框架

如上所述，我从文化－历史观出发处理文化和认知发展的问题，这一观点要求心理学家不仅要研究

个体发生的变化，还要考虑系统发生和历史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Wertsch, 1985)。根据文化－

历史观提出者的说法，每一个新的“历史水平”都会和一个新的“重要转折点”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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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主要指这一阶段给发展过程引入了新的东西。这样我们把每个阶段都看作新

的进化过程的出发点(Vygotsky & Luria, 1993, p.37)。

种系发展的转折点是猿类开始使用工具。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是劳动和符号的出现。个体发展的主要转

折点是将文化历史和种系发展集中于语言获得上。不同历史支流间融合的结果是人类有了更高级的心理功

能。

为了使得这一观点更加符合时代潮流，我首先从系统发生的角度回顾当前关于人类生物学、文化及认

知特点的资料和推测。其次，我致力于研究文化－历史的变化，个体经历的文化和微观基因的变化引起的

儿童思维中与年龄相关的那些变化。我对系统发生学的讨论分成两部分，一是涉及文化和认知发展的人化

过程（hominization），二是人类与非人灵长类动物的比较研究——因为最近几十年这些研究都是很热

的话题，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可用来解释文化和个体发展。

文化与种系发生发展

我按照两条进化线对系统发生的问题加以阐述。第一条横越人类进化的数百万年，开始于大约四百万

年前南方古猿的出现，结束于大概六万年前智人即现代人的出现。第二条关注的是种系发展大树的另外一

个分枝，类人猿，尤其是当代黑猩猩。

连接这两个研究线路的逻辑就是假定人和猿大约四五百万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 (Noble & 

Davidson, 1996)。从共同的祖先开始直到早期智人，中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大脑和身体形态

的改变（比如双足，手臂的构造，手，手指，声道等），还有自然环境、认知能力，及过去人类文化形式

产物的积累的改变。相比之下，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解剖构造、身体大小、身体形态、

行为、认知能力、生活模式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因此，分析变化的三条途径，一条沿着人线（homid 

line），一条沿着非人灵长类动物线，相对于前两条的第三条可猜测出人类原始祖先的最初能力，原始

人身体和心理进化的过程，尤其是，这一过程中文化所起的作用。分析结果就可为思考人类个体发展提供

了必要的背景及其在进化过程中与人类文化的关系。

文化与人化

根据图 15.1、表 15.1，存在一些相对无可争议的事实可以作为估计现代人出现之前人类进化的详细

情况的依据。

首先，从其它物种进化到智人，大脑尺寸明显增大。衡量这种脑增长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自

Jerison(1973)开始，脑的大小被认为是和整个身体的大小有关，他称作脑形成商 (encephalization 

quotient)（EQ; Falk & Gibson, 2001）。Jerison论证了EQ自类人猿开始沿着原始人类这条线有显著的

增加，所以现代人的EQ几乎是黑猩猩及其它类人猿的三倍。Bickerton(1990)创造出一个图表，上面显示

了沿着人线上那些推测出的主要标记性物种的 EQ占现代人EQ的百分比，可看到随着时间的增加，变化也

在加速。

***************************************************************                

在此插入原著第      640      页图      15.1  

    

  潘, 南猿, 能人, 直立人, 智人(图中从左到右)

        横坐标: 百万年    纵坐标: 颅容量/立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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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15.1 原始人类进化里程碑，大约 500万年前与黑猩猩分离开来。资料联合呈现了颅容量(以立方厘米

计)和原始人类发展史中的每个新成员。来源：“The Human Primate ”(p.110), by R.Passingham, 

1982, San Francisco: Freeman. 经许可使用。

表 15.1 解剖学上的文化上的变化的年表

从原始人类延续到当代的大致时间表

500万年前: 原始人类和大猩猩从共同的祖先分离;

400万年前: 已知最古老的南猿(Australopithecines);

  -直立姿势

  -分享食物

  -劳动分工

  -核心家庭结构

  -儿童数量增长

  -哺乳期延长

200万年前: 已知最古老的能人;

  -同上, 拥有粗糙的石制切割工具

  -大脑尺寸不一, 但有所增长

150万年前: 直立人;

  -更大的大脑

  -更精细的工具

  -从非洲向外迁移

  -基于时令的露营

  -使用火, 掩蔽物

30万年前: 远古智人（早期智人）;

  -大脑尺寸第二次显著增长

  -发声通道的解剖结构开始呈现出现代人的样子

5万年前: 完全的现代人

来 源 :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by M.Donald, 199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尽管正如图 15.1、表 15.1所表明的那样，沿着线从南方古猿到智人，晚些原始人的整个身体及相对

脑尺寸都有所增加，但脑增长主要集中在在额叶、前额叶皮质、海马及小脑上，这些都与种系发展和个体

发发展中的认知变化息息相关。有意思的是因为布洛卡区和语言有关，并且这种相关性促使现代人产生，

脑颅腔模型（颅骨内部的模型）也是因为内部有了布洛卡区的原因。

有很多人研究发现，物种自同一祖先分离以后，身体其他部分也会随之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用两足走

路，还有对人化有重要意义的解剖结构上的变化，如手的变化，体现在精细运动的控制上（尤其是可相

对的拇指）；骨盆区（对分娩的时间及婴儿出生时的长度至关重要）及快速、流利说话所必需的发声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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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Lewin & Foley, 2004, for a summary)。

与文化区域有关的资料，尤其是手工工具及制品的变化，可能是第二个关于认知－文化关系的证据

来源(Foley & Lahr, 2003)。据称能人是最早使用工具的人种。根据大多数解释者的说法，这些工具是石

制的，最可能使用碎石做成的刀刃锋利的工具（刀、斧）及一些其它的工具，比如刀，是削去岩心部分的

薄片。通常认为，到了直立人，工具的大小和复杂程度都有所增加。根据解释化石记录线索，发现一种需

要相当复杂的制作流程的带有两个切割边缘的一手之宽的斧头。虽然原始人的工具最初变化的极度缓慢，

持续了大约一百万年，但工具的改变速度、种类及复杂程度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步增长（尽管变化的时间

还存在争议）(Foley & Lahr, 2003; Lewin & Foley, 2004)。

至于行为，可以从工具本身及其可能的用途（如，切碎大型动物食其肉，后来的取其皮毛做衣服）

还有群体的大小、消耗食物的形式加以推测，这是直立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证据表明第一次有生物住

在相对固定的基地帐篷里，使用不同于其它物种的石制工具，冒险外出狩猎、集合，在其存在 1500万年

的后期，出现了火的使用。也是直立人，走出非洲，踏上了移居到亚洲和欧洲之路。

到了直立人时，工具（特别是那些对称的、精巧制作的工具）复杂性的增加证明了文化复杂程度的变

大，也表明了认知能力比以前更加复杂，尽管还不确定这增加了的认知复杂度是由什么组成的。一些学者

声称语言就是其中一个构成成分(Bickerton, 1990; Deacon, 1997)；语言发展的特殊选择性压力沿着人

这条进化路线，从进化早期就开始了，可能是由于智人的出现，大的群体里协作增加的需要 (Dunbar, 

2004)。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语言出现的很晚，伴随着晚期智人的出现，由于有了可以产生快速言语的专门

声道后才产生的(Lieberman, 1984)。不管在人化过程的早期还是晚期，符号语言都被看作现代人出现必

不可少的条件。

伴随或不伴随语言的重要认知变化包括更好地协调动作和空间加工的能力(Stout, Toth, Schick, 

Stout, & Hutchins, 2000; Wynn, 1989)；同他人长时间协作以生产出标准化产品的能力(Foley & 

Lahr, 2003)；及增强的模仿他人行为的能力(Donald, 1991, 2001)。（For discussion of Donald’s 

views, pro and con, see Renfrew & Scarre, 1998.）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变化，即使根据记录的最详实的文献看也是很神秘的。除

了脑量的继续增长和工具上的一些发展之外，看起来似乎没有明确的理由可以解释现在已经有明确根据

的符号文化的突然繁荣及人类文化的飞速扩展，这些根据包括有时煞费苦心制作的带有明确符号内容的

墓葬、洞穴艺术和一些装饰品，它们不仅仅用作工具，也为了别的目的，虽然看起来没有直接的利用价值

大约4－6万年前那个明显的断层使得一些人认为是基因突变控制了语言模块的运作，并导致了现代人类

的出现 (Berlim, Mattevi, Belmonte-de-Abreu & Crow, 2003)。但是这一断层的存在受到一些证据的挑

战：在非洲发现了大量物种的遗骨，证明了人类变革中不同要素的存在（新技术，远距离交易，艺术和

装饰中颜料），比之前预期的要早好几万年，但是从没在同一个地方得到充分地发展 (McBrearty & 

Brooks, 2000)。 根据后面这一原因，人类革命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的进化，许多不同物种发生的孤立变化

同气候及族群的变化相结合，把四万年前冰河世纪晚期出现的欧洲不同的种族带到一起。恶劣的气候使得

不同的族群分开，妨碍了族群间文化和生物的交流，现代人类从而产生。

如果超越那些试图在种系发生水平分析从而去综合过程的人们的大量不同意见，那么我们所能得到

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生物、文化和认知变化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有最确凿证据支持的“良性循

环”是解剖学上的变化（即相对脑量的增加），这一变化源自于饮食的变化，尤其是杀死动物并摄入更

多的动物蛋白。杀死并食用动物也是解剖学构造变化的结果（直立行走后进化出的长距离奔跑的能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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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释放，伴随着手指灵活性的增加）(Bramble & Lieberman, 2004)。这些生物学变化既是更加复杂的文

化工具箱（tool kit）产生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些工具箱包括对火的控制（很明显的一个文化活动，

但是关于其起源还存在争议，差异横跨一百万年左右）。日渐丰富的饮食和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使得

认知资源的增加成为可能，认知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脑的发育，等等。用Henry Plotkin(2001)善于措辞

的表达就是：生物与文化的因果关系就像一条双向街道。

灵长类生物

实际上，几乎所有试图发现种系发生学里认知变化方面的、貌似合理的推测都是以现存的、人类除外

的灵长类动物获得的信息作为一个间接的途径，从而对那些因为仅有考古学证据而产生的所有问题做出

合理的猜测(see Joulian, 1996,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approach)。总的来看，最近几十年以来，

众多的综合了进化生物学、灵长类动物学、发展心理学的标志性事件已经是我们的关于黑猩猩、倭黑猩猩

（与我们最近的灵长类同类）和现代人的关系的想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de Waal, 2000; Parker & 

McKinney, 1999)。

二十世纪中期，那些认为文化是人类发展的重要促成因素的人们坚持：在很多至关重要的方面，人

类与其它物种在认知能力及使用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媒介上，不仅是量的不同，还有质的差异。在当时

DNA还没有被破译，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没有开始。人类认知和文化的各种各样的标志，如语言，工具制造，

自我意识及有目的的教学，被认为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存在或相当的不发达。简而言之，除了与语

言和文化相关的那些明显的形态特征外，人类有着某种特别的东西，而这种特殊之处与其它方面共同组

成了人类。人类被看作特殊的、卓越的，不仅是因为人类有着更多数量的脑细胞或其脑细胞有不同的组织

方式，还因为人类具有的来自经验的生活方式，而文化既是其经验的产生原因也是其结果。

这一争论的反例外主义（antiexceptionalism）（连续性）一方，认知能力或文化特征的达尔文突

变（产生的是程度而非种类的变化），被人类与黑猩猩 DNA的对比 (Marks, 2002)以及 Jane 

Goodall(1968)开辟的对黑猩猩群居生活的人种或生态学观察彻底改革。同时，这些标志性的成果使得证

明倭黑猩猩及黑猩猩与人类有着非常相似的基因更加容易实现。Matt Ridley (2003) 源引 Goodall 经过

多年野外观察黑猩猩后对其行为的描述，称其为“猿猴肥皂剧”，总结了正在转变的对黑猩猩心理、社会

及文化资源的看法。观看了Goodall的黑猩猩视频后，他写道：它们的行为看起来“就像Jane Austin写的

玫瑰的战争肥皂剧，充满了冲突与个性”(p. 13)。Goodall的黑猩猩相互欺骗甚至互相杀戮。它们还使用

树叶或枝条攫取蚂蚁，而其子女似乎通过观察学习它们的做法。

我首先研究当前关于认知成就的证据，接着考察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是文化存在的证据，之后才转

到研究这些物种中的文化-认知关系的问题，以及这些关系给那些对人类个体发生中的文化－认知关系感

兴趣的学者带来了怎样的问题。

认知成就

一些支持连续性观点的主要文献产生于和诸如以下过程有关的个体发生研究：模仿、计数、自我意识、

对意图的归因、主动讲授及工具使用等过程，所有这些被包含在认知能力和人类文化的获得中 (Parker, 

Langer, & McKinney, 2000; Tomasello & Rackoczy, 2003; see also Boysen, & Hallberg, 2000)。

语言

对其它灵长类动物语言的研究是推动连续性理论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路径之一(Savage-Rumb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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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s, & Taglialatela, 2001)。Duane Rumbaugh 和 Sue Savage-Rumbaugh的工作激起了人们对黑猩猩

有能力理解并产生语言这一观点的研究热忱(Rumbaugh, Savage-Rumbaugh, & Sevcik, 1994)。他们给黑

猩猩一个“词汇键盘”，键盘上带有表示词语的符号，然后使用标准的强化学习技巧教它们一些基本的

词汇符号（如“香蕉”，“给”）。此外，那些训练黑猩猩的人们在每天的日常活动如喂食过程中，使用

自然的语言。

Rumbaughs最成功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叫 Kanzi的倭黑猩猩，因训练它妈妈的时候它在场，他很轻易的

就学会了使用词汇键盘。Kanzi可以用词汇键盘来问事情，也可以理解键盘上别人创造的词汇符号的含义。

它还学会理解一些英语口语，自己创作一些短语(Rumbaugh & Washburn, 2003)。

Kanzi可以对口语要求的“喂你的球一些番茄”准确地表演出来（它拿起一个番茄，把正面放进柔软

的海绵球口内）。当被要求“把注射器给 Liz”然后再“给 Liz打一针”时，它能准确地加以反应：第一

种情况，它把注射器递给女孩，第二种情形，它对着女孩的胳膊触碰注射器。

然而，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 Kanzi产生语言的能力，而是它的理解力。词汇键盘上的话语大多都是单

个的词，而且与它当前的行为密切相关。它能广泛使用两个词结合的口头表达方式，偶尔还会进行观察。

一次，它创造出“汽车 拖车”，当时它在汽车里，它想（或者它的看护员认为它想）被载到拖车那，而

不是步行过去。当它想去拜访一个在运动场玩的黑猩猩 Austin时，也创造出过这样一个要求“运动场 

Austin”。当一个研究人员在它吃土豆时把油放在它身上，它就说：“土豆油”。

目前，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使用词汇键盘可以相当于两岁幼儿创作语言。在它们的创作中，编码同样的

语义关系，形成了和幼儿一样的电报式话语（如，两个符号组合把一个动作及其执行者联系起来——

Kanzi 吃）。这些电报式语言可以结合可视符号，也可以把符号和动作结合起来 (Savage-Rumbaugh, 

Murphy, Sevcik, & Brakke, 1993)。

皮亚杰的思维发展里程碑

以皮亚杰喜欢的感觉运动任务为模型的大量研究，为进化连续性提供了实例证据(e.g., Parker & 

McKinney, 1999)。这一研究表明黑猩猩同人类儿童经历了相同的感觉运动变化过程，在各种不同领域通

过了皮亚杰感觉运动任务，有时已经接近第 6分阶段，即表征思维获得阶段。皮亚杰第六分阶段式的理解

提供了黑猩猩与人类个体发展汇合点的证据，这个证据来自 Kuhlmeier和 Boysen (2002)的研究，他们发

现，在一个测量模型中，黑猩猩能够识别空间和物体的对应，其复杂性水平和三岁的幼儿所能做到的差

不多。

工具使用的获得

至少从 Kohler 问题解决的经典研究开始，黑猩猩的工具使用和工具创造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

McGrew(1998)关于工具使用的总结值得详细引证，因为它是黑猩猩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最新主张：

每一个黑猩猩群落都有自己惯常的工具箱，多数是植物做的，用于解决生存、防御、自我维系、社

会关系……中的问题，很多还有配套的工具，其中的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工具组合，用于解决同一个

问题。同样的原材料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功能：一片叶子，可作为饮水的器皿，餐巾纸，钓鱼的探针，

也可以是修饰物，求爱信号或药物……反过来，钓鱼的探针可以由树皮、茎段、枝条制成，也可以是

藤蔓或者叶片的中脉。一个考古学家可能仅仅基于人工制品，就很容易对跨文化资料作类型学分类；

比如说，只有远在西部的亚种……使用石锤和铁砧敲碎坚果……只有这些人种图解记录，基于物质

文化，很难区分现存的黑猩猩与最早的智人之间的区别……甚至同最简单的人类强征者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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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317-318)。

和 McGrew 的观点一致，至少有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黑猩猩会使用不同的工具以实现不同的目标

(Boesch & Boesch, 1984)。这种黑猩猩居住在象牙海岸。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它们遇到两种坚果，一种

是带硬壳的，一种果壳柔软。对硬的坚果，它们就从住的地方把更硬更重的锤子（通常是石头）拿来。它

们似乎记得住石头放哪，而且会挑选运输距离最短的石头来用。

Boesch 和 Boesch总结说这些黑猩猩拥有欧几里德空间表征，使得它们可以估量并记住距离；比较

几个这样的距离从而选择距离目标树最近的石头；并能确定石头和树的相对空间位置；然后改变它们的

参照点去衡量任一石头位置距离每棵树的远近。总体来说，它们似乎能结合重量和距离，使得 Boesch 和 

Boesch推测这些野生黑猩猩在空间领域具有具体的运算能力。在一项 Kanzi的研究中，Savage-Rumbaugh

及其同事用图形字标记位置得到了相似的结果(Menzel, Savage-Rumbaugh, & Menzel, 2002)。

心理理论

社会认知领域受到特殊的关注，因为它似乎可以表明黑猩猩能够正确地理解同种系的思维状态 。

Harris对这一研究作了全面回顾（本手册本卷第十九章），这里就不作具体的摘要重述。为了保持上下文

的连续性，有几点需要强调一下。

我发现有一点很重要，过去不支持例外论观点的 Boesch和 Tomasello(1998)，现在开始同意黑猩猩

学到了部分的心理理论，但有些并没有获得（它们理解某些别人看到的或最近看到的事，及他人有意图

行动的一些方面，但是不见得能区分注视方向与注意或知觉上已不存在的先前意图间的区别）。不久之前

Tomasello 及其同事(Tomasello, Carpenter, Call, Behne, & Moll, 2005)指出关键的认知差异在于成

人参与共同意图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它们能够参与到复杂的协作活动中，并要求有较强的技能理解他

人意图，以及与他人分享心理状态的动机。他们认为，人类个体发展中这些能力的混合“产生了人类文化

认知的独特发展途径，包括社会参与、符号交流及认知表征等独特方式。对话式的认知表征，正如我们所

称谓的那样，使得年长些的儿童能够充分参与到体现人类认知的社会－公共团体－集体的现实中”(p. 

16)。

可以找到认知领域的其它例子，声称黑猩猩展示了至少曾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那些认知能力的萌

芽(Bekoff, Allen, & Burghardt, 2002, 和 de Waal, 2001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扩展这些例子仍给我们

留下疑问：这些认知相似性是怎样与本章的中心议题——发展中文化与认知的关系联系起来呢？要处理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类人猿文化的论述，然后再考察人类及其它物种中文化与认知的关系。

猿类中的文化

有观点认为，人类与其它灵长类动物的认知只存很窄的量的差距，对于文化也有类似的看法

(Wrangham, McGrew, de Waal, & Heltne, 1994)。回顾关于灵长目生物的争议，研究者认为：作为传统

行为的文化是以非遗传性即通过社会学习来传播和保留的。这一定义没有预示那些本身就有争议的所谓人

类特有的特征（如宗教信仰，美学价值观，社会制度）。因此，分析人员对于不同物种中的文化－认知关

系仍然是不清楚的(Byrne et al., 2004)。同时，该定义可以考察其它灵长类动物的行为传统（文化）中

何种程度上存在据称是获得人类文化所必需的那些认知特征，比如有意识的教学或者工具制造和使用。我

在这里将关注黑猩猩，这一方面有大量的证据可用，但是我还会提到其它研究得很好的例子 (see 

McGrew, 1987, 1998)。

有一个关于社会传统的教科书案例，来自于 Koshima岛上日本猕猴的洗甘薯行为 (Matsuz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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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我们了解这个社会传统的起源并知晓其传播过程。在1953年，人们观察到一个幼年母猴在小溪里

洗一个甘薯。这一行为先是传到其同伴然后是年长些的同类。十年后族群里50％以上的猕猴出现这种行为

而三十年后，达到71％。又过了几年，同样是这只猕猴发明了一种“小麦－冲洗”（wheat-sluicing）的

方式，它把混有沙子的小麦放在海水里，这样漂浮起来的小麦就可以很容易从沉没的沙子挑选出来。不到

30年，93％这一族群的成员学会了这一行为。

McGrew(1998)将注意力转至日本猕猴文化传统的其它重要特征上。首先，它们并不总是停滞不前的。

日本猕猴开始在清水里洗，但是后来使用海水（假定是为了增加味道）。生活在遥远北方的一群猴子有着

这样的传统：冬天在温暖的泉水里沐浴；起初母亲把孩子丢在水池边缘，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它们在水下

游泳了。其次，文化传统与生存活动无关；有些猕猴习惯性地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滚动、摩擦、堆积）处

理小石块，看不出与适应功能有任何关系。这些观察试图找到所观察到的文化行为受到生存约束的限制。

猿类文化包括用探针寻找白蚁和蚂蚁，用棍棒和石块砸开坚果，狩猎策略，筑巢，装饰行为的风格

（Matsuzawa，2001；MeGrew，1998；Whitten，2000；Wrangham 等，1994.）。尽管在讨论灵长类动物语

言和认知中工具使用很重要，但野生倭黑猩猩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工具使用的迹象。这种种群差异性说明，

任何想把工具使用和认知发展或社会传统的性质简单画等号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文化，认知和非人类灵长目生物的发展

分别对认知和文化加以考虑，所得的证据似乎表明：类人猿家族的成员，尤其是黑猩猩，已经达到

了进入相应的人类活动领域的认知发展水平。在文化领域中，它们通过社会学习过程形成群体内的社会传

统；这些传统包括各种基本工具的使用。实际上，其它灵长类动物的文化和认知发展水平大约停留在相当

于人类儿童从婴儿到幼儿的过渡阶段。这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中认知和文化有着怎

样的关联呢？

有一些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将重点放在社会学习的认知机制上。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回答是这样

的，社会学习需要一些模仿，这种模仿是个体通过与他者接触习得行为的过程。但是，对模仿的这种广义

理解与重新叙述社会传统的含义并没有多少区别，因为很多不同的过程都可以导致行为的一致性。因此，

对于模仿过程的进一步研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 Byrne，2002；Meltzoff & Prinz，2002；

Tomasello & Pakoczy，2003；Whitten，2000）。

在最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居住的生态环境不一致，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同一物种可能具有不同的行为，

但却保持着某种相似或一致。基于这个原因，每个动物都会发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此外，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被吸引到同类的场所时，它们可能独立学到其他

人在同样环境中习得的行为。它们可能知道幼虫就位于这一区域，然后学会找到幼虫并吃掉，不需要任何

他人行为的特殊定位。这种社会学习的来源称作刺激强化（stimulus enhancement）。

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影响形式称为模仿学习。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呢？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婴

儿黑猩猩观察到，它的母亲翻开木块后底下有幼虫。虽然它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母亲有目的指向的意图

（策略）上，但是它知道了这个环境里有这种东西，然后，能够独立地学习去获得这种东西。

关于其它灵长类动物获得社会传统的来源，最复杂（也是最有争议）的说法就是模仿——婴儿试图

模仿母亲的目标性行为。生长在野外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是否参与了这种形式的模仿仍然看法不一

(Byrne, 2002)。

对那些相信类人猿中存在真正模仿的人来说，几乎很难区分不同物种的文化产生形式及其认知基础

(Parker & McKinney, 1999; Russon & Begun, 2002)。现在还是要面对“阈限”现象：这个阈限是否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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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出现在皮亚杰感觉运动时期第 6分阶段的心理表象/符号表征或者黑猩猩理解同类意图的能力，随之

产生的文化可能会符合狭义的文化定义：将文化看作在全社会中获得的行为模式，但并不涉及任何思维

的符号媒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没有任何关于黑猩猩的文化如何影响其认知的说法。提到最多的就是被

人喂养的黑猩猩有可能很难适应野外生活，一个完全合理的结论表明了各种类型的学习而非文化对黑猩

猩思维过程发展的影响。 

目前唯一能够显示融入文化对其它灵长类动物语言和认知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它们被喂养的情况，

人们用尽一切（人类的）文化手段试图促进它们的认知发展。 Tomasello(1994)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

“一个类似人类的社会－认知环境对发展出与人类相似的社会认知及原始学习技能至关重要……更具体

点说，一个学习者要理解另外一个个体的意图就需要将学习者视为一个行为主体”(pp. 310-311)。正如

可以预料的那样，有不同于Tomasello的看法，一些人给非人类灵长目动物赋予更多智力能力，为了支持

其观点，他们指出一些观察证据：把人类喂养的灵长类动物引回到它们的自然环境中时很难适应，因为

它们没有受到适宜的文化熏陶(Parker & McKinney, 1999; Russon & Begun, 2002)。

人类对灵长目生物的文化和认知有影响，在这一点，Savage-Rumbaugh和她同事的工作为此提供了不

一般的证据(Savage-Rumbaugh et al., 2001)。许多年来，研究者和倭黑猩猩相互融合，互相协调，一起

活动，并将互动过程中出现的行为习惯地称之为“潘/人”文化。（译者注：Pan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

山林和畜牧之神。）他们欣然承认，在这些文化条件下出现的倭黑猩猩的种种行为（如工具使用）大概不

会在野外进化而来。但是从这一情形他们得到的讯息是，“这些发现让人放弃了关于猿类大脑局限性这个

悬而未决的古老问题。他们提出了替代性的更富有成效的问题，关于一直发生在可塑的神经系统及其外在

的文化设计方式之间的这种形式与功能关系的问题”(p.290)。

    具有讽刺性的是，因为这些作者对于连续观点的强烈偏爱，倭黑猩猩为发展出和人类更加类似的行

为方式，就要适应一种独特的混合的猿/人文化，这一要求同时也支持了人猿间有着重要认知差别，以及

人类文化既是这一差别的结果又是其原因。

文化的历史

尽管对晚期智人过渡期的起因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基因改变，气候变化，早期智人间的相互影响

产生了大量必不可少的文化隔离种群，以上原因的一些综合，等等），但是有一点合理的共识，在四万

到五万年前间，那个“高度旧石器时代”（high Paleolithic）的古生物学时期，原始人类的分支发生

了一些特别的事情。下面的一系列变化是公认发生过的(Cheyne, 2004)：

   症状化(semeiosis) ——创造出表示物体的记号的行动。在石头、骨头、瓷片、穴壁上面产生了图

形的和非图形的标记。

   第二顺序工具的生产：这指的是用骨头、象牙、鹿角以及类似的材料制作的大量新工具，如叉

子、钻子、针、钉及矛。

   简单机器的生产和使用（比如矛及所谓的指挥短棒(baton de commandment)）。

   能想象工具和简单机器的复杂活动的能力。这个时期出现了鱼钩和鱼叉的使用。这些工具的机

制要求制作者能够想象，理解或预测一些远距离活动的次序，如穿鱼钩，收回，再次穿鱼钩。

   生活场所的空间结构的组织。

   原材料的长距离传送，如数十甚至数百公里以上石块和贝壳的运送。

这些心理和文化的发展还与其它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变化有关，包括：

   人类种群迅速扩张到之前被早期发展起来的其他形式的人种所占领的各个地域，迅速取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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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种群。

   向之前未被人类占领的领域进一步扩张。

   种群密度增加到可与历史时期的狩猎－聚集社会相媲美的水平。

这里看起来好像是现代人开始的开端，洞居者和打猎—聚居的人有了人类学，生物学和历史学知识。

我认为下面我讲的这个故事，即随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产生后出现的一些变化是基本真实的（c.f 

Diamond，1997；Donald，1991；Gellner，1988）。以小群落形式居住在陆地上很多地方的打猎－采集者

继续从事第二农业。基于这种生活方式，一些地方出现了较之前的小群体更大的人群聚集；旧的生活方式

有的消失了，有的以非常相似的方式继续存在了数千年。在另一些打猎－采集者中，社会文化的复杂性有

着显著的增加(Feinman, 2000)。

根据许多对史前认知和文化发展感兴趣的学者所言，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就是符号的外部

系统、象征性洞穴艺术、雕像及基本计数装置的出现(Donald, 2001)。而这些人造物的符号属性和包括丧葬

习俗在内的符号性的中介礼仪，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智人的象征性活动的演变证据,但研究人员对于其中

的准确认知机制尚不能达成一致.根据Damerow（1998）的说法，似乎将旧石器时代伊始和公元前 8000年

左右（当时人们开始驯养动植物并居住在固定的村庄）的新石器时代之间的几千年看作是从感官思维到

前运算思维的过渡时期是最为合理的。如果根据 McGrew（1987）所说，这种社会接近于欧洲探险时期出现

的那种面对面的小型社会的水平，那么这就支持了对这些人的认知过程的最好描述就是前运算的假设

(Hallpike, 1979)。

根据Damerow (1998 )和Donald (2001)两人的看法，城市革命伴随着工具、农业技术、铜及青铜的熔炼

技术的日益精细，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前运算思维向运算思维的转变。这篇文献着重强调了文化和人类

个体发生的当代研究。首先，当具体运算思维开始出现时，仅限于文化组织活动的特定领域。Damerow写到

楔形文字表现了他们赖以执行的管理活动的心理模型。尽管它们包括了主要数字系统，但是这一系统并不

体现具体运算的规则而且也并不最终意味着它们的使用者可以进行可逆的思维运算。其次，文化和认知发

展的因果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同之前提到的Plotkin（他谈及了人化过程的更早期阶段）一样，Donald（2

001）在他的结论中强调，大脑和文化“进化的如此紧密，以致其中一个形式强烈的限制另一个形式。”  

而且，尤其是随着读写能力的出现，“在脑功能发展的支持下，文化实际上形成了复杂的符号系

统”(p.23)。

使用保留下来的仅有书面记载的史前和历史资料的困难是：我们掌握的信息甚少，以至我们不能根

据背景知识作出关于文化和认知发展的精炼的推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者开始

重视关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快速的文化历史变迁的研究。快速变化的条件使得将文化历史和个体发展变

化分开变得很容易，因为有从事不同文化组织活动的年代上相近的几代人共存的现象。

文化-历史的跨区域比较

可能 Alexander Luria 在 20世纪 30年代早期做的研究是关于从文化历史的快速变化到认知变化最

有名的研究，尽管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中叶才被印刷成俄文和其他语言。（Luria，1976）。Luria研究了

一群处在 Kirghizia和 Uzbekistam等偏远地区的居民发生的快速的变化。

历史上很重要的时刻是区域控制下农业劳动力的集中，随之而来有一些新的变化，如学校教育的形

式，政府机构的出现，这个时期可以称作革命性的重要历史时刻。Luria总结道，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主要

是受思想方法的影响。在科学概念下长大的现代群体，用日常思考方法代替了以往的绘图/功能性思维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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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ria的研究并没有对不同年龄的人受历史变化影响不同这一点深入探讨。它主要是依据对不同程度

接受苏维埃集体化影响的成人进行心理测验测验得到的数据。他的结论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最重要的有

两个。第一，测验和临床访谈得到的数据被广泛推广到依赖于行为的经验中，但并未对这一联系作相应的

评估。对于Luria测验中的田园诗作者被试来说，访谈的情形是一种陌生的活动方式；他们的反应可能同

样反映了被试在本土活动中自身文化经历的影响以及对访谈谈话模式的陌生。第二，从变革的理论面提取

和活动本身都使得很难抓住变化过程，使人觉得由具体－形象到理论思维是一个普遍的性质。从这方面讲

Luria的研究是一种横向文化研究，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采用了和皮亚杰的访谈方法相似的方

法，而不是建立一个简单的，没有争议的测验；也因为Luria的研究采用了广泛的测验，包括知觉，分

类、逻辑推理，到对自身的推理。

King Beach在经历了快速历史变革的尼泊尔的一个地区进行了现代研究，他所使用的方法似乎克服

了Luria工作存在的一些不足(Beach, 1995)。Beach研究了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经历了快速社会经

济和文化变革的尼泊尔村庄中算数计算的变化形式。和印度相通的道路离村庄更近了，第一次引入学校教

育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继续发展，将商品兑换成钱币的店铺在同一时期出现且数量迅速增加。20世纪 80

年代晚期研究开始进行时，共存的两代人正经历着对传统的农业，商店经营和学校教育的不同体验。所有

群体共有的一些经历是，为生存进行农业生产，还有需要在商店中使用传统的非公制单位测量所给布料

的长度，并根据与货币有关的米及厘米来计算价格，从而进行买卖。传统上依靠从肘到中指末端的长度进

行测量，而新引进的系统包括尺子的使用和公制体系。

高中学生为商店店主当学徒，从来没有机会上学的商店主参加了成人的语文、数学班。从来没有机会

去学校或者经营商店的农民，也完成了商店的学徒工作课程或成人教育课程。这样，从教育到由学习引起

的工作活动的转变，促进了 Nepali这个小型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each提出一些问题用于追踪商店学

徒时期的算术能力的变化，他们需要在两种计量系统之间进行转化和计算。对那些在成人教育班注册了的

人，给他们呈现的算术问题是通常在学校数学课上学过的。

传统上，使用本地系统的商店主不用米尺测量（胳膊长度和一米长度相同），或者计算数和价格的

方法（用物体或其他人造品或者混合的方法，和用纸和铅笔来写等式或者计算），进入商店的学生继续

用他们在学校学的书写形式，尽管传统的已经流行使用了很长时间。随着时间发展及商店主和顾客的压力

那些学生开始采用商店主的书写形式。这些上过成人班成为商店主的人也用他们的胳膊及传统方法来计算

但是最后采用了灵活的方法，有时用传统测量单位和计算方法，有时则用书写运算。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与参与者的面谈中，Beach能够确定，后来变成店主的学生觉得自己参加了一开始就互相矛盾的两

个活动，学校学习和店铺管理。学校教育的地位和被教育的身份使得他们很难放弃算式的书写形式，尽管

店主算式的速度和适应性最终促使他们适应了对应店主计算策略的书写方式。这样，他们作为接受过正式

成人教育的身份因为书写方式的使用得以保留，但是他们可以使用书写形式进行计算和店主一样快一样

准确。然而，尽管店主们上过夜校，但他们总认为自己从事于自身的店务管理活动中而无法向学校为基础

的系统转变，除非当他们看到它能够使他们现有的工作更方便进行。由于 Beach提出的任务及其呈现任务

的方式都证实了文化－历史变化和个体发生变化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依赖于行为间彼此关系的历

史，还依赖于接近参与那些行为活动的个体发展历史。这导致了一个比Luria指出的更加充满变数，也更

加具有内容/人造物品特殊性的个体发生过程。

文化－历史变化的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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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使用的方法不同，Beach和 Luria所做的研究都包括了不同程度暴露于新的文化习惯下的人们。

在这一部分要讨论的两项研究的共有特征是，多年以后同样的发展学家回到相同的地方，使用相同的方

法，这样就可以记录下同一群人在两个不同的时期、经历了变化的社会文化条件后的认知发展情况。

这里回顾的每个研究都包含了三代人：成人和三四十年前的儿童，祖父母，父母，和最近的儿童。这

一相对较长的时间范围（从个体发生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早期研究中的儿童在第二轮中作为父母被研

究，而第一个研究中的现在的儿童能够代替同时代研究中的已为人父母的过去的儿童。

Zinacantan部落历史的改变和认知的改变

20世纪 60年代晚期，Patricia Greenfield 和他的同事去墨西哥的 Chiapas州的一个玛雅人部落，

叫 Zinacantan，他们在那里研究了学习编织技术的认知和社会结果。（Greenfield & Childs，1977）。他

们的工作包括对男孩和女孩分类能力的测试，详细描述当学徒的年轻女孩学习编织的过程和编织的具体

步骤，还有分析编织的产品。20世纪 90年代，他们回到同样的群落，对家长（以前的儿童）进行平行观

察，归纳他们的编织技术及工作成果（Greenfield，1999；Greenfield，Maynard，&child，2000）

最近Greenfield在关于比较文化变化，编织模式，编织说明的模式的关系的论文中，重点强调经济

活动中文化历史变化的内在联系。通过和现代部分墨西哥人的接触，社会化实践（尤其是，逐渐社会化的

女孩学习编织的方式），涉及纺织布料中图案的思维表征所体现的认知过程(Greenfield, 2002, 2004; 

Greenfield et al., 2000)。这些变化被视为是有内在联系的。

历史变迁

对历史变迁的分析是从一般生活方式开始的。和 20世纪 60年代相反，20世纪 90年代中期，玛雅社

会从相对比较封闭的农业经济转向以金钱经济、贸易为主的社会，有了更频繁的与人交往及村外和当地的

贸易等。

社会化

20世纪 70年代，母亲指导孩子学习编织的特点是强调编织本身是一个长的过程，需要学徒做很多角

色准备。当儿童开始学习编织技术时，母亲离他很近并且用自己的手和身体来指导孩子，很少使用语言来

指导。整个体制看起来就是为了保持传统，其特征是“互依的文化学习”。在 20世纪 90年代，更多地参与

到现代经济中的母亲（如，买卖编织产品）在较远的举例用口头指导他们的孩子，有时由兄弟姐妹代替

指导，而孩子则从 Greenfield及其同事称作“独立的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其中包括大量的试误和

自我改正错误。

 产品的种类在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产品仅限于反映很小的一批“纺织布料的正确方法”。到

1990s时，不再是很小的一套简单的“正确”模式，而是各种式样百花齐放，这表明了对从试误中学习从

而获得的个人创新的尊重。这个增值反过来又依靠和支持编织实践的变革。

心理表征模式的变化方式

伴随着历史变化，儿童在一个实验任务中对编制形式表征的方法也在改变；实验中使用可以插入一

个架子中的不同宽度和颜色的棍子来再现编织方式的类型。在较晚的历史时期及那些上过学的孩子更有可

能创造新颖形式，比如，很可能使用一根较宽的白色棍子代替三根白棍用来表示一个宽条白色布料。重要

的是，不随历史变化而改变的，是一个与年龄相关的表征能力发展的模式：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年长儿

童都比年幼儿童更有能力表征更复杂的视觉模式；Greenfield等人认为，这一事实表明了一个不因文化

而异的普遍发展过程。（我会在个体发展变化部分继续谈到从这个扩展研究中得到的其它结果。）

基于自己在Yucatan地区的玛雅人群落几十年的研究，Suzanne Gaskins（1999，2000，2003）观察

15



到了和Greenfield及其同事看到的相同的经济变化，但是她提出了一个尽管兼容却不同的原因解释 。

Gaskins关注变化的经济环境是如何改变母亲工作方式的，她指出，花在传统家务杂事上的时间（如，因

为有了自来水而无须挑水，或者电的出现延长了白天时间）和用在家庭外部商业环节的时间有所减少，

家庭内部劳动力分配方式也有所转变，父母在孩子一般性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参与减少了，不仅仅是在编

织方面。她还指出，编织式样的多样性部分是模仿用卡车进口的模型或模型的一部分，以及用余钱购买的

国外文化商品；部分是由于不同教授方式产生的个体创造力的增加，两种原因同样重要。

尽管在解释潜在过程时存在差异，Greenfield等人使用的多代研究带来了关于文化变迁和积累机制

的全新资料，表明了不同文化变革的密切关联，这产生于文化与伴随着向更商业媒介的生活形态转变的

新的教授和学习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新几内亚地区算术文化的演变

1978到 1980年，Geoffrey Saxe及其同事开始了第二项“纵向文化－历史”的研究，他们在遥远的

新几内亚中心高地的Oksapmin进行了关于发展的研究(Saxe, 1982, 1994)。他最初的研究遵循了跨文化

的皮亚杰传统。他发现 Oksapmin的儿童在获得使用计算策略的能力后才获得数的守恒概念，这比他们在

纽约的同龄人要慢很多(Saxe, 1981)。但是引起他注意的是他们的数字系统。传统上，Oksapmin人使用的

基于身体部位的 27个数字的计数体系，开始于右手的小拇指终止于左手的小拇指，在中间的肘、二头肌、

眼睛、鼻子等处有停顿。

Saxe刚到的时候，发现传统的数字系统得到广泛的应用；他还发现，那些到附近海边和干椰果肉种

植园挣钱的人们工作了两年后，带回来的可能不仅是他们在那见到的一些商品，还有可以用来交换商品

的钱（当地人之前还不知道的现象）。而且，外部世界已经渗透到Oksapmin人的生活，他们建立起学校教

授与英语有关的混杂语言，在那儿童可以学到十进制的算术和标准计算程序。

基于人种学数据，Saxe确信 oksapmin人使用他们的数字系统来数东西，例如猪的数量，确定村子中

一个房子的位置，或者是测量一个物体的长度。但他们没有学会加法等算术计算法则。比如，地在经济交

易中他们替代性地在物体间建立起 1:1或 1:N的关系再进行贸易。

所以当 Saxe让人们使用这一系统进行算术运算时，他期待人们因为使用货币进行日常交易而成绩有

所改善。正如他所假设的那样，人们越多的使用货币，就越会运用复杂的加减法策略，也就越能在没有硬

币作为辅助计算的工具时运用这些策略(Saxe, 1985)。他还发现上过学的 Oksapmin儿童既使用传统数字

系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非靠手指数数），又发明了更多的与涉及货币贸易最多的成人展示的复杂策

略同种类型的策略。

20多年后，Saxe和他的同事又回到oksapmin。同时，他也研究了 Brazil地区的没有上过学但从事有

算术法则的各种行业的儿童计算能力的发展，并提出了个体发生中算术形式和功能（途径和结果）如何

发展的一般理论(Saxe, 1994)。他还研究了用于学校设计游戏的计算法则中的算术知识的微观发展。这个

工作使他将重点放在微观发展上，关注导致发展变化的形式和功能的瞬息变化（Saxe，2002）。在同一时

期，他开始和对文化实践感兴趣的学者进行交流，在任何文化中这些文化实践都是和认知发展最接近的

中介；他也开始对文化历史发展（或者说是文化进化）如何产生感兴趣。

因此，他回到新几内亚做的研究比他以前做的工作更有抱负和历史指向性。他在同一个村庄也从事之

前的研究，以提供一个文化变迁过程——尤其是文化实践（例如教育中使用外国的数字系统及使用钱的

交易）的划分基准。

作为研究与学校教育及钱的使用（现在这个地区货币使用更加普遍，这和大量的农业产品的交易和

16



临近区域采矿业的引入有关）相关的人口变量，Saxe和Esmonde (即将发表) 追溯了单个词条“fu”的文

化历史，发现在1978到2001年期间经历了许多变化。Saxe第一次去新几内亚的时候，传统的Oksapmin人还

没有学习混杂语言，他们用“fu”指一套物体计数结束，像是，“1……27，完毕”。Saxe当初到那时，

20先令之于英镑的英式系统对Oksamin来说还是相对较新的，在之后的二十年间，已被国立的巴布亚新几

内亚（PNG）10进制体系所取代，后者中10单位的作用就是把先令相加形成一个PNG单位命名为一个

“kuan”。人们用2kuan指过去的一镑。两种情形下，20都格外重要。Saxe和他的同事发现，位于左肘处的

数字20变成了身体计数系统中一个有特权的位点；同时，fu有了新的功能，即指数完先令或2PNGkuan。

把文化发展新纪元中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兴趣的结果是，Saxe和 Esmonde面临这种可能性：fu的含

义不断变化并不是由于人有意识地努力创造出更强有力的算术作为一般文化工具，而是运用语言和身体

表征数字连同人们参与的不断变化、更商业化的的社会经济交易活动的副产品。 

历史，社会差异及教育

以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为基础的正式学校教育的历史发展是在文化历史水平变化并对认知发展有启

示的一个例子(Cole, 2005; Rogoff, Correa-Chavez & Cotuc, 2005)。不论是学者，政策制定者，还是

普通大众，都相信教育使人的认知，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1951)，还是一

些特殊领域的认知技能(Rogoff, 1981; Serpell & Hatano, 1997)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在这种文化组

织的活动形式中，历史变化是文化变化与认知发展间相关联的一个尤为重要的例子。

   尽管有人争论说，因为人类群体为了其社会群体得以延续必须为他们的下一代做好准备，所以教育这

个术语可以用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Reagan, 2000)；但是我认为，把教育看作一种特殊的学校教育，把

学校教育看作制度化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会更有帮助。从历史时代角度追溯教育的过程，可以具体化为从

文化适应（顺应社会的文化秩序）到学校教育（特殊技能的悉心指导）到教育（一种组织化的努力，将

个人全部潜力有效的挖掘出来）的过程。

小的面对面的社会

回顾关于非人类灵长目动物文化怎样形成的文献中所出现的争论，Jerome Bruner在一个有影响力的

关于文化和认知发展的专题中评论说，观看数千英尺的电影胶片（讲述的是Kung San丛林居民的生活），

在教孩子某件具体事情的动作背景中，看不出有明显的教授过程。都是内隐的(Bruner, 1966, p.59)。在

同一篇文章的其它地方，他评论说“个体获得内隐文化的过程……是这样，意识和口头表达本来就很困

难”(p. 58)。

   同样的，Meyer Fortes在他著名的关于Taleland教育的专著中强调“成人和儿童的社会圈子是整体的

不可分割的……在Tale社会，如成人和儿童之间，社会圈子的区分只是根据相对能力的大小。所有人都参

与到同样的文化中，过着同样的生活，但是程度不同，对应着不同的身体和心理发展阶段…

…”(Fortes, 1938, p.8)。

     Reagan（2000）支持这些小型的面对面的社会的描述，最近对非洲副撒哈拉地区76个社会人种学资

料的回顾使得他得出结论：在非洲的背景下，教育“不能（实际上也不应该）和生活本身分开”(p.29)。

对某种文化的适应和教育之间的区分的初步形式

即便有这样一个起点，能遇到农业已经取代了狩猎和采集生活模式的小型社会，但是这些小型社会

的规模仍较少，彼此之间也相对孤立。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见证了涉及各种形式有目的教学的儿童与成

人生活的区别。在非洲农村地区的许多社会中，被称作习俗通道(rite de passage)的可能是那些持续好

几年的制度化的活动，教学活动肯定包含其中的。比如，20世纪60到70年代间，我在西非国家利比里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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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那里的Kpelle和Vai人中，儿童会与他们的社群分开四到五年，到一个使用利比里亚混杂语的公共机

构去，称为“丛林学校”。在那里，儿童由挑选出来的长者教授谋生的基本技能以及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

具体表现在仪式和歌曲中。一些人就在那开始了多年的学徒生涯，他们后来成为骨骼固定、助产以及其它

有价值的神秘知识方面的专家。

社会积累，差异，和学校教育的出现

当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到很大数量，它就能发展出精细技术，使得重要物质资料能够积累，将学校

教育应用于文化适应的形式就出现了。在现在称作中东的地方，和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有关的人

类生活方式有着大量的变化，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人类生活的组织也开始了许多变化，尽管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分配并不均衡，这些变化就算不是全部也极其广泛地与正式教育的出现有关系。在幼发拉底河流域

青铜的冶炼掀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场革命。有了青铜，就可能以更有效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开通运

河以控制水流，可能用更有力的武器武装军队，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口就可以种植出足够的

食物来养活除了他们自己外的一大批人。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使得劳动力的实质性分工及第一批城邦的

发展成为可能(Schmandt-Besserat, 1975)。

另外一个促使这种新的生活模式出现的重要技术是，之前存在但是高度受限的用在物体上题字来表

征物体的方式，以及随时间缓慢进化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的精细化。起初，这个系统几乎只用于记录

但是它演化为不仅可以表征物体，还可以表示语音，这样就可以书写信件及将教义全文记录下来(Larsen 

1986; Schmandt-Besserat, 1996)。

    但是在相对大而复杂的社会，需要去监控产量大小、赋税多少、军备供应，及各种形式的交易，所以

记录对活动的调节至关重要；而新的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只有经过长期系统地学习才能掌握，因此这些社

会开始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集中资源培养一批挑选出来的年青人 使他们能够写字记录。由于这个目的

被召集来的年青人所在的地方就是最早的正式学校。

这些学校里不仅会发生各种相互作用的活动模式，其结构、活动的组织，渗透其中的统治理念在很多

方面都和现代有着惊人的相似。教室里有成排的桌子，前面有个单独的地方供老师站立，老师通过反复训

练学生书写方法和伴随着运算的计算方法对其进行指导。教室里没有墨水池，而是一个个碗，学生们可以

从中获得湿润的粘土来更新粘土写字板。在许多这样的学校中，尽管有时也写信，但是汇编合格的有价值

条目（其实和列举美国的州名或者世界所有的首都没什么不同）列成清单才是主要的消遣。这些清单往往

被认为是杰出认知成就的证据资料(Goody, 1997)。3

    早期教育的有关资料表明，在学校里获得的不仅仅是社会上一般的、技术的、读写及计算能力。学习这

些深奥的东西以及创造他们的方式都被赋予了特殊的能量，就像现在被赋予文明人的一样，并且，人们

也认识到社会经济价值也是从这种知识中得来的。

    在中世纪，基础教育的重点转向LeVine和White (1986)所说的通过熟悉神学课程“获得美德”，但

是某些学生被教给基本的记录技能，这和需要通过记录来协调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形式是相称的。这就是

至今许多穆斯林社会的教育状态，尽管伊斯兰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取决于当地人口是否说阿拉伯语以及

正式的学校教育如何与当地政府和宗教接合(关于这些差别的讨论及启示见 Serpell & Hatano, 1997,)。

正如 LeVine和 White (1986)所描述的，从农耕社会向已经工业化和正工业化的社会的学校教育形式

的转变，有下面几个普遍的特征：

 内部组织，包括有根据年龄设置的年级，为此目的专门建造的建筑，根据不同难度水平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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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将学校合并为较大的官僚公共机构，在标准化形式的说明里，教师从“大师”降级为低级别职

员

 重新定义学校教育，把它作为公共政策的工具及为特定的经济活动“人力发展”

（manpower development）做准备的手段， 

 将教育扩展到之前拒绝接纳的人口，特别是妇女和穷人

Serpell和Hatano（1997）将这种形式的教育称为“制度化的公众基础教育”（IPBS）。他们指出这

一欧洲模式发展于十九世纪，并被欧洲占领军带到世界其它地方(LeVine, LeVine, & Schnell, 2001; 

LeVine & White, 1986; Serpell & Hatano, 1997)。当地的文化适应，即使是学校教育，都没有被湮没

过，有时领先于(Wagner, 1993)，有时共存于(LeVine & White, 1986)或多或少通用的、由国家民族支持

的“正式学校教育文化”。通常这些更加传统的形式强调当地的宗教和道德价值(Serpell & Hatano, 

1997)。然而，这些替代形式仍保有在中世纪的大型农耕社会已经很明显的许多结构特征。

   作为这些历史趋势的一个结果是，被称为IPBS的制度化形式在大多数社会没有实现却成为一种理想

（伊斯兰社会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办法，忠诚宗教/社会法则，如写在Q’uaran中的，这个词在阿拉伯语

中的意思是“背诵”）。IPBS的方法在政府、经济发展和官僚政治组织的服务中起作用，通过这些，这一

过程得到合理化，并使其作为现代生活普遍深入的事实而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3年

的一项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超过80％的拉丁美洲、亚洲（除了日本）和非洲的儿童在公立学校注册

尽管在不同地区有着很大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而且许多儿童只完成了几年的学校教育。不管怎么说，

IPBS的经验促进了世界进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Serpell & Hatano, 1997)。

    把以上考虑作为背景，现在我要谈到的是，在当今社会教育经历这一普遍深入的形式，对儿童个体、

他们的社区及更一般意义的人类发展的重要地位。我会着重关注文化及文化变化在塑造这样的结果中的作

用。

IPBS模式下学校教育的结果

对 学校 的全 面调 查或 者学 校教 育 的 智力 性 和 社 会 性 结 果感 兴趣 的读 者可 以 参 考

Rogoff（1981），Rogoff等人（2005）和Serpell及 Hatano（1997）所做的总结。鉴于现在的目的，我提

出三种策略，用以评估参加在 20世纪和 21世纪占主流的正式学校教育的结果。每一策略都有它的优点和

缺点。

入学截止策略（School-Cutoff Strategy）

在许多国家，学校董事会要求儿童必须在一个特定日期前到了某个年龄才能开始上学，。比如，在加

拿大阿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的儿童，要在某年九月份上一年级，必须在那一年的3月1日之前过完了他们

的第六个生日。而3月1日之后出生的六岁儿童必须先上幼儿园，这样他们的正式教育就被耽搁了一年。这

样的政策使得研究者可以在保持年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去评估早期教育的影响：他们对一月或二月到六

岁的儿童和三月或四月到六岁的儿童进行简单的智力表现对比，测验两组儿童在学年初和学年末的表现。

这一程序就被称为入学截止策略(Christian, Bachnan, & Morrison, 2001)。

使用了入学截止策略的研究者们发现，第一年的学校教育使一些认知过程的熟练程度产生了明显的

增加，但是其它方面并不显著。比如说，Frederick Morrison和他的同事(Morrison, Smith, & Dow-

Ehrensberger, 1995)对比了一年级儿童和幼儿园儿童在回忆9个常见物体图片的能力。这些一年级学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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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只比幼儿园学生大一个月。两组儿童的表现在开学之初实质上是相同的。然而到了学年末，一年级儿童

可以记得的图片数量是开始时的两倍，而幼儿园儿童在记忆力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长进。值得注意的是，

一年级儿童在测试期间进行了积极的试演，而幼儿园儿童没有。一年的教育就让儿童完成这一任务的策略

和表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字母表中字母名称的再认，标准化阅读和数学测验，以及许多有意记忆测试中，都得到了同样的结

果。但是当对其进行标准的皮亚杰守恒测试或者评定其故事讲述的一致性和他们能理解的词汇数量时，一

年级儿童没有表现出优势 (Christian et al., 2001)。儿童在后面提到的任务中，由于一般经验增多，

成绩大大提高。这些发现一方面肯定了学校教育在促进一些相对特殊的认知能力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支持

了皮亚杰的观点，那就是5岁到7岁间儿童理解数守恒能力的发展并不需要特别的指导。

比较受过学校教育的和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儿童

尽管入学截止策略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去评定少量教育的认知结果，但是根据定义，这个结果仅限于

第一年。为了描述较大范围内正式教育对认知发展的贡献，研究者们在教育只面向部分人群的社会进行了

研究。这里总结了研究认知发展备受瞩目的三个认知领域的资料：词意组织(organization of word 

meaning)，记忆和元认知能力。

1. 语词意义的组织：Donald Sharp 和他的同事研究了学校教育对居住在墨西哥 Yucatan半岛

上的玛雅印第安人组织他们心理词典方式的潜在作用（Sharp，cole&Lave，1979）。 当上过一两年

高中的青少年被问到哪个词与“鸭子”相联系时，他们用分类学上同类的其它词加以回答，如“家

禽”，“鹅”，“鸡”和“火鸡”。但给同一个地区没上过高中的其它青少年呈现同样的词语时，他

们的反应主要是那些描述鸭子做什么的词（“游泳”，“飞”）或者描述人们怎么处理鸭子的词

（“吃”）。这样的词语联系通常作为IQ测试的分量表，给鸭子－鹅的联系比鸭子－飞更高的分数。

而且，大量关于发展的研究表明，年幼儿童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提出鸭子－飞这样的词语联系，

而不是鸭子－鹅。这一研究的结果及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发现(Cole, Gay, Glick, & Sharp, 1971)

表明学校教育除了帮助儿童增进了一般知识，还使他们对词语的抽象和分类学含义变得敏感。

2. 空间序列记忆：Daniel Wagner非常注重细节的研究表明上过学的儿童获得了增强记忆的能

力(Wagner, 1974)。他重复了Hagen，Meacham，和Mesibov（1970）的方法，他们指出儿童到了儿童

中期的时候记忆卡片位置的能力有明显的增强。但是这个增加是普遍成熟的结果还是因为参加了

IPBS？为了查明原因，Wagner也在尤卡坦半岛对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儿童进行了研究，那里给

儿童提供的教育有 0到16年不等，这取决于政府是否在已在他们居住的场所建立起可提供 3年，6

年，9年，12年或者 16年教育的学校。Wagner让许多体验过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年龄由 6岁到成年

不等，去回想摆成一排的图片卡片的位置。画在卡片上的物体取自于一种当地流行的叫 loteria的赌

博游戏的版本，使用图片代替数字，这样Wagner就可以确定他的被试对所有的刺激物都熟悉。在许

多次重复的试验中，七张卡片中的每一个都展示 2秒钟然后把面朝下放。七张卡片全部呈现完后，其

中一个卡片上一张图片的复制品就会出现，要求被试指出他们认为的，和这张图片一样的卡片所在

的位置。通过选择不同的图片复制品，Wagner有效地操纵了第一张图片呈现到它被记起那一时刻之

间的时间长度。

Wanger发现上学儿童的表现随年龄增长而不断改善，就像 Hagen及其同事的早期研究的结果那

样。然而，没上过学的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记忆力几乎和年幼儿童一样，所以 Wagner得出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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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导致了差异的产生。对数据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上过学的儿童会按图片呈现顺序系统地复述

那些项目，这使得他们的成绩提高。

 3.元认知技巧：教育似乎影响个体反思和谈论自身思维过程的能力(Rogoff, 2003; Tulviste, 

1991)。当要求儿童去解释他们怎样获得一个逻辑问题的答案或怎样做使他们记住某件事时，没上过

学的儿童很可能说像“我就是跟着感觉走”之类的话，或者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而上学的儿童就可

能去讨论成为他们反应基础的那些思维活动和逻辑。同样的结果也适用于元语言学知识。Scribner和

Cole(1981)让利比里亚上过学和没上过学的 Vai人去判断几个在 Vai常说的句子的文法正确性。一些

是合乎文法的，有些不是。教育没有影响受访者分辨不符合文法句子的能力，，但是上过学的人可以

大体解释句子不合文法的原因是什么，而没上过学的人就不能。

证据有效性的质疑

一些发现（比如之前引用的那些）似乎表明，在某些认知能力方面，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发展出一种

新的，更加复杂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认知技能。在词语联系的例子中，就形成了更成熟的，科学组织

的词典。有关记忆力的研究发现，教育似乎可以促进记忆的策略。研究元认知意识时，教育也似乎增强了

个体反思自身推理过程的能力(在这个例子中，是关于语言的推理)。这一研究已在美国进行，那些以不够

熟练的方式反应的年长儿童或成人会被怀疑是有某种形式的发育延迟。

    然而也有一些严肃的理由怀疑，由标准心理测验方法得来的差异能否为认知功能的经典分类的泛化

变化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证据。要说没上过学的儿童不能发展出词语理解的能力，这是不可信的。Sharp及

其同事研究的玛雅农民不会读写，但是完全懂得鸭子是家禽的一种。尽管在自由－联想任务的人为环境里

他们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当谈到家里所养动物的种类及在市场上不同种类的价格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能

说出。同样，当要记忆的材料是有关本地情境的一部分时，如一个民间故事或者被试家乡透视画中的物体

教育对记忆力表现的影响作用就消失了 (Mandler, Scribner, Cole, & DeForest, 1980; Rogoff & 

Waddell, 1982)。未受过教育的人们利用自身优势，以战略性的、自觉的方式利用语言的能力在人类学文

献上早有记载(Bowen, 1964)。

    因此，这一或多或少使用欧美心理学传统的标准认知任务的实证致使一些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教

育看起来似乎引起了新的认知能力产生时，可能是因为标准化测试程序的整个结构就是教育活动的模式

(Cole, 1996; Rogoff, 1981)。这种研究中的所有实验任务，不管是修订的还是没有修订的，都和儿童在

学校里遇到的任务很相似，但与他们在校外要面对的智力要求的结构具有很少的关系或没有关系。

    这种比较工作的逻辑似乎是要求任务的同一性即来自同一个村镇的上过学和没上过学的儿童遇到这

些问题的频率相等，从而得出证明：和未上学同龄者相比，上学儿童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方法更熟练更复

杂，这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确实相关。如果不能有效找到同样熟悉度的任务，就意味着我们把心理学任务在

其运用的背景方面作为中性对待，而这是个明显的错误。但是在日常生活背景下而非研究创造的环境中确

认认知任务也是有问题的做法(Cole, 1996)。

 同时，在或多或少标准的心理学测验中发现的受过学校教育/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差异，如果被视

为能力获得的特殊形式，这并不意味着学校教育没有对儿童发挥明显的作用。首先，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

样，学校是以印刷品为媒介协调儿童活动的地方，它不仅给儿童增加了一种新的表征模式，还引入了一

种全新的可与日常生活对应的谈话模式 (Olson, 1994)。最起码，使用书写符号表征语言的实践改善了儿

童和成人分析语音结构和语言文法的能力(Morais & Kolinsky, 2001)，这是 Peter Bryant 和他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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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他们在设计阅读教程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发现(Bryant, 1995; Bryant & Nunes, 1998)。但是

这些影响，虽然并非微不足道，并不能表明教育对儿童智力过程产生了任何优越于那种横跨历史，存在

于整个社会的文化适应的一般影响。

研究人员研究了上过学的的儿童和成人与那些参与其它活动（比如在街上卖糖果，或者量布料，或

者计算建筑地点的面积）的人怎样对在算术上相当的任务做不同的计算(Nunes, Schliemann, & 

Carraher, 1993; Saxe, 1994)。这样的研究再三显示了那些在学校经历或者日常与工作相关的经验量上

不同的群组以不同的方法处理相同的任务（逻辑上讲是）。上过学的被试由于依赖书写的运算法则，往往

容易犯下荒谬的错误，而在卖糖果或计算一块木板相对另一块长度的比例的过程中产生的算术活动时，

儿童正确率更高，又不会犯荒谬的错误。而且，在许多研究中，工作过程中非正式获得的程序能够更充分

地推广普及，推翻了那个再三重复的观点：这样的知识与特定的使用背景有关。现已证明反而正是从学校

获得的知识是最脆弱而不易用的。

关于学校教育影响的代际研究

正如前面讲到的，应用交叉－横断研究比较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所存在的困难就是，这个对

比的逻辑要求我们找到两组人都同样经历的情形，以及可以应用于校外的认知技能和谈话模式（比如那

些在小学学到的）。Sharp及其同事尽管没有在他们的有关尤卡坦半岛教育结果的专著里着重讨论这个论

题，但是他们提出了后来人追随的建议：

学校注重培养的信息处理技术可用在现代国家要求的多种任务当中，包括在政府机构企业中的的书

记和管理技能，或者用在农业企业或一个健康婴儿门诊部里的较低水平的记录能力(Sharp, Cole, & 

Lave, 1979, p. 84)。

    在最近几十年，Robert LeVine及其同事在一个研究项目中继续这一途径，为学校教育带来的认知上

的和社会性结果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这些研究者关注的是正式教育如何改变母亲对待子女的行为和她们与

现代官僚机构中人们的互动，以及随之发生的对其子女的影响(LeVine & White, 1986; LeVine, LeVine 

& Schnell, 2001)。这些研究者假定儿童在学校里获得的一系列合理的习惯，偏好和技巧，可以保持到成

人，并在抚养他们自己孩子的时候应用到。养育子女可以看作是对上过学和未上过学的成人有许多共同认

知要素要求的任务。除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运用，这些养育行为的转变还包括：

 为了理解和使用涉及到与子女健康和教育背景的谈判直接相关的口头交流而使用书写材料的交

流技能

 教与学的模式基于照本宣科的活动和学校教育的权威结构，这样上过学的女子处于下级位置的，

就采用符合学生角色的行为，而地位高的，就采用适合教师角色的行为方式

 获得和接受来自大众媒体信息的能力和意愿，比如更顺从地遵守健康指示

    作为至少上过小学的年轻女士的母性行为变化的一个结果，LeVine和他的同事发现，上过小学的女

性子女夭折的可能性较低，孩童时期也比较健康，而且会有比较大的学术成就。因此，虽然教育在当时可

能有也可能没有产生可测量的认知影响，但是这样的经历产生了子女养育行为的、与背景有关的特殊变化

从而在下一代中产生了全面的作用。

通过对上过学和没上过学的玛雅人母亲教授方式的直接观察，这些研究者的工作得到了支持。Pablo 

Chavajay和Barbara Rogoff发现要求母亲们教其年幼子女完成一道难题时，上过12年学的女性会使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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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学校的教授方式，而那些上过0到2年学的女性会和她们的子女一起做题，并不明确地教他们

(Chavajay & Rogoff, 2002)。并不是说未受过教育的母亲的教授方式有什么本质的错误，但是对于严重

依赖于背诵试卷作为指导模式的学校，她们确实没有让她们的子女做好准备。

    总之，当影响儿童身体状况的、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与利用现代福利制度和采用新的方式和子女互动

的母性能力的变化相结合时，教育的作用似乎远远超出认知影响而在社会中变得普遍。

IQ分数的文化－历史变化

认知能力的文化历史变迁中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被称作“弗林效应”，这个例子可能与社会复杂体有

千丝万缕的关系，学校教育也是社会复杂体中的一部份。“弗林效应”是按Jame Flynn（1987），一个在

新西兰工作的政治科学家命名的，他发现来自14个民族的成人的标准智力测试分数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地

增加。从那时起，“弗林效应”被无数的研究证实(Daley, Whaley, Sigman, Espinosa, & Neumann, 

2003; Nettlebeck & Wilson, 2004)。在个别智力测验中每十年就可发现几项智力分数的平均增长。目前

这一模式已在20多个国家发现，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还有肯尼亚。有人可能认为弗林效应对那

些强调文化知识和教育的测验应该是最明显的。然而事实正相反：测量再认抽象的非语言模式（如瑞文测

验）能力的测验分数增加最显著，而强调传统学校知识的测试一般少有变化。

    自从Flynn的文章发表以后，对这个结果的含义引来了持续的争论(Daley et al., 2003; Neisser, 

1998)。在他最初的论文中，弗林并不愿意相信他这一代人明显比他父母那一代人更有才智。而且当扩展这

些变化的时间跨度时，结果更加难于让人相信。假定弗林的结果意味着1990年一般的非裔美国成人IQ高于

1940年的欧裔美国成人，那么1900年的英国人的分数水平在现在看来就会被认为是智力迟滞。

    由于和以前的时代相比，得到高分的、能被归类为“天才”的人数增加了20多倍，弗林指出，我们现

在应该可以见证一场文化的复兴才对。因为他认为这一结论是不合情理的，因此他提出增加的不是智力，

而是某种“抽象的问题解决能力”。

弗林效应完全不是再次提出IQ到底测量什么的问题，而是给出了解释，包括营养和健康的改善，环

境复杂度的增加（如，先进的科技，机械玩具，视频游戏，还有无处不在地暴露于电视与其对解释和信

息加工的特殊要求），家庭规模大小的降低及随之产生的家庭结构的变化（比如，较高比例的儿童是第

一胎生的），还有父母教育和读写能力的提高。

    对目前的目的有意义的是，即使所有这些因素最接近的影响是生物的（如，改善的营养条件），但

是它们的起源是文化的，而且证明了在文化－历史背景下研究文化和认知发展的重要性(同样的论点，可

见Greenfield, Keller, Fuligni, & Maynard, 2003)。

个体发生

当谈到文化和认知发展的关系，相对于人化过程、灵长类动物学和文化历史的证据背景，有几个基本

要点比较突出。首先，二十一世纪初人类的发展几乎是最新近的生命过程的表现，人类的生命起源最少可

追溯到几百万年前（假定我们开始认为人类共有的祖先是晚期智人和类人猿）。

    第二，文化资源和约束“从一开始”随着早期智人的生物学结构共同进化。完全按字面意义理解，文

化就是人类的种系发展的产物。

    第三，将旧石器时代与二十一世纪分开，在种系发生历史上只是“一眨眼”的时间，期间产生的生

物学变化可能很小。由于文化人造物，尤其是外部化的符号系统的发明和组织的推动，文化历史变化大大

地增加了人类文化工具箱的复杂性和威力；因此在重新设定种系——个体发生间关系的方式上改变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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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生（特别是）认知发展的状况。

    第四，有关人类和其近邻类人猿显著不连续的观点，必须考虑人类有独有的文化和认知过程。并且，

其它物种中的近亲所取得的成就限制了我们建立关于文化和认知发展过程的理论，这个过程需要去探索

一个有关人类认知发展的更强有力的理论。（同时，尽管人类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但

是假定现代人只是有更高智力的猿类，或是假定人类文化、思维、和社会组织仅仅是Homo habilis人中推

论而来,或者在Pan类人猿人中观察到的行为和社会模式在数量上的延伸，这都是都是极端错误的。我们的

系统发生史和文化史为当代人类个体发生提供了基础，而不是对其突然出现的特性进行解释。）

    虽然这些要点现在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相应的人类个体发生的研究相对稀少，而且集中在文化

和认知发展广阔研究领域的很少的几个部分。总体而言，最近几年关于认知发展的研究趋向于关注的年龄

组越来越小，所以，如20年前受到最大关注的儿童中期，却很少体现在当代研究中，而婴儿的情况恰好

相反(也可见 Kuhn & Franklin,本手册,本卷第22章,)。同时，考虑文化影响的婴儿研究比起认知发展更

可能将重点放在社会情感和身体发展，尤其是使用跨文化方法进行研究。即使在同样的话题（如概念形成

或记忆力的发展）持续产生新的证据情形中，心理学家用来收集资料的理论偏好和特别方法已经发生变

化，因此不可能报道出早期形成的课题进一步研究的结果。

    这些情况使得与之前关于认知和发展的章节保持连续性变得困难。它们还限定了我可用来总结当年知

识的相关资料（在最近几年进行的研究基础上）。

我采用两种策略来处理这些困难。首先，我总结了几点超出认知领域的文化和发展关系，虽然考虑

的很狭窄，但却能清晰地显示认知发展中群体-文化-个体发生之间的关系。其次，当处理文化变异和认知

发展时，我会集中注意于两个有着相对浓厚的兴趣也因此有大量新的数据产生的领域——概念的发展和

自传式记忆。当前关于概念发展的研究在认知发展的系统发生和文化制约的相互作用方面提供的启示尤其

丰富。相比而言，自传记忆将认知发展的研究与广阔文化主题下假定的、社会范围内的对比联系起来，从

而把文化及认知方式的早期和当代研究联系起来。

发展的近似焦点：活动场景和文化习俗

从获得文化的过程的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文献中学到的重要教训是，为了在出生后的发展中学到

文化模式，群体中的年幼成员必须尽量接近按一定行为模式做事的年长成员。人类以其出生时极其不成熟

的年幼状态而闻名。他们要从父母和社群中得到许多年的特别支持才能生存到成年，并获得为群体的社会

性延续所必需的文化知识(Bogin, 2001; Bruner, 1966)。

    研究文化和发展的发展学家强调了这样一个想法：所有社会用来支持年幼儿童出生后的发展的安排，

作为“发展小生境”（Dvelopmental niche）,产生实践活动，支持照顾孩子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与父母

关于未来需求的想法一致的。如Super（1987）所评价的，这一自然浮现的社会文化体系，暗示着“环境

有自身的结构和内部运作原则，因此，……环境对发展所做的贡献不仅仅是单维的推动和拉动，还是结

构上的”。

   而且，社会内部这一小生境的种类随儿童的年龄而变化。 Whiting和Edwards（1988），追随

Mead（1935），早些时候就提出了与制约儿童行为的身体发育状况相对应的各个时期。她把婴儿早期称为

“大腿儿童”（lap child），2到3岁时为“膝盖儿童”(knee children)，这个时候儿童要在身边但并

不需要总在母亲的腿上或婴儿床里；4到5岁称为“院子儿童”(yard children)因为这时他们能离开母亲

身边但不允许走太远。在许多现代工业国家，3到5、6岁的儿童在一个为他们上学做准备的环境中度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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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时间，生命中的这段时间被称作“学前时期”，之后他们就变成邻居范围儿童(neighborhood chi

ldren)，可以随便闲逛，但是不许超过社区的边界。

    在文化和发展研究的早些年，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这种最近发展环境的组织方式上，这个组织是父母

和年长亲戚塑造儿童行为的地点。Beatrice Whiting（1980，p. 97）拓展了这一观点，指出母亲和父亲

最大的作用是将孩子放到有重要社会化影响的环境中。Whiting的研究主要是社会行为和个性发展方向，

但是她的洞察力以后影响到改变了研究者的注意焦点，超越家庭和当地社区，到儿童居住的环境、那里发

现的人、他们不断变化的参与形式，以及那些环境中的活动在整个发展过程——Super和Harkness谈及的

儿童发展小生境中，所起的作用 (Goncu, 1999; Rogoff, 2003; Super and Harkness, 1986, 1997)。

    儿童发展小生境的组织中的文化差异差不多确实比他们居住的自然环境要可变得多；在一个特定的

生态学生境中有很多可以存活下来的方法。在中非共和国的Aka婴儿，父母打猎、屠宰、参与比赛的时候都

带着他们(Hewlett, 1992)。在安第斯山脉聚集的盖丘亚（Quechua）族婴儿在几个月的时候是用几层织布

缚在母亲的背上度过。婴儿必须克服周围极大限制他们视觉和行动的极度寒冷、稀薄和干燥的空气才能生

存，而织布就为婴儿形成了“manchua 育儿袋”。居住在巴拉圭东部热带雨林的Ache儿童80％到100％的

时间与其父母有身体接触，他们几乎从未超出离父母3英尺远的距离，因为这些狩猎者－采集者们并不在

森林里永久扎营，而只是清理出一个足够大的空地，周围留有许多对儿童很危险的树桩和树根(Kaplan & 

Dove, 1987)。和这些小生境相比，美国儿童有着自己的卧室和玩耍区域，同龄的许多儿童在托儿所或幼

儿园度过他们的时间，有一两个陌生——看管者照料，电视上正在上演芝麻街；其它美国儿童生活在吵

闹的贫民窟，两个家庭挤在一个房间，电视上放着纪实片，单身的失业母亲们尽量去维持秩序和他们的

心智健全。当代人类发展的小生境范围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研究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这些发展小生境中的变化所创造的实验模式，尽管特征群可以辨别，

但是很难将它们降到一个维度上。根据Morelli及其同事的说法，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前的扎伊尔）的Efe

人以一个或多个大家庭的小团体生活在一起，靠弓箭维生，为附近农庄的成员工作。儿童可以自由地在他

们的小帐篷周围随意走动，看大人们制造工具、做饭。年幼的儿童自娱自乐，可能未经邀请就钻进各个小

屋里。至少从3岁起，他们就跟随父母采集食物，收集柴火以及在菜园里干活。尽管这些Efe儿童只有2到4

岁，但至少在74个观察期间，成人工作时他们在场，而成人参与专门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只用了5％的时

间。在危地马拉的农业城镇圣彼得发现了类似的模式，那里人们从事农业和小型商业，家庭规模更大，群

体成员的总数更多，年长些的儿童有一部分时间去上学(Morelli, Rogoff & Angelillo, 2003)。

    尽管他们彼此不同，但这两个传统的乡村群体在成人安排2到4岁儿童的活动中，在很多方面表现出

相对类似的模式。相比之下，在美国观察两个中产阶级社区（一个在犹他州，一个在马萨诸塞州，所以他

们在很多方面也不同），只有30％的观察时间中，儿童在成人工作时在场。当观察Efe和San Pedro儿童自

己玩耍时，他们的游戏中总是包含有对成人活动的模仿，而美国儿童很少模仿成人的行为。在两个美国样

本中，成人往往让儿童参加专门的儿童活动，包括课程和模仿学校里的游戏。美国成人也把年幼儿童当作

谈话伙伴，在以儿童为中心的话题中可看到约15％的互动，这在其它两个团体里都很少见。

    这些观察在Gaskins（1999，2000，2003）对尤卡坦半岛生活在农村的玛雅儿童的人种学研究期间得

以完善。她的观察拓宽了年龄的跨度，从几个月到17岁不等。Gaskins使用了“点观察”的方法，和

Morelli及其同事所使用的类似，通过和玛雅成人反复讨论加以补充。她界定了四种活动：

1．维持性的活动（吃饭，洗澡，修饰，穿衣）

2．社会定位（观察并知晓别人在做什么或者直接与他们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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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玩耍

4．工作

为解释这四种基本活动种玛雅儿童的行为，主要遵循三个文化原则：

1. 成人工作的首要地位：玛雅的经济生产主要在家庭背景下产生，成人确信不应该允许儿童妨碍这种优

先。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会为逗孩子开心而准许他们参与到成人的活动中，除非到了儿童可以做些贡献

的时候。作为促进儿童社会化动力的父母角色，他们相信在教授儿童某种特定的技能和态度，使其成

为有效率的工人和社区成员方面他们的影响最大。在这些地区，同样期待儿童能无条件地遵从父母的

权威，而父母将会使用暴力的威胁（或行动）来确保儿童的顺从。

2. 父母信念的重要性：首先，父母有健康方面的担心，他们关注那些当地有关健康威胁来源的说法，所

以他们把孩子组织起来，使可觉察到的健康风险降到最低。第二，他们相信发展是内部程序化了的，

只是“自己出现”。因此，成人对促进甚至监控儿童的发展毫无兴趣，只要他们不碍事就行。所以，

父母不会采取多少主动措施去影响儿童的心理特征，也不会为孩子怎样发展负起责任。

3. 儿童动机的独立性：成人认为儿童能够照看自己并和兄弟姐妹相处，所以在儿童做什么的时候，他们

并不花时间组织。这甚至扩展到这样的问题中，比如什么时候去上学，吃多少东西睡多少觉。

Gaskins报道说维持性活动和社会定位行为在0到2岁儿童中出现最多，直到15到17岁，工作背景下交

互作用频率增加时，这两种行为才减少。玩耍行为的高峰在3到5岁，但是整个儿童时代逐渐减少，12岁后

就很少见了。玩耍几乎总会涉及到成人行为。操作已是3到5岁儿童的一个重要行为，而且随着儿童开始从

儿童期向成人过渡而平稳地增加。没有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进行可比较的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每

个年龄段儿童的行为模式会十分不同，随着假装游戏取代对成人行为的模仿，到一个较晚的年龄时，参

与成人工作被上学取代。

   那些从事非工业社会背景下儿童行为发展研究的人们已获得证据，表明这些儿童发展了一种通过敏锐

观察进行学习的特殊倾向或能力（尽管还不甚清楚这些技能是否涉及更高级形式的模仿）、仿效他人的动

机，或者这些因素的结合。Bloch（1989） 报告说2到6岁的塞内加尔儿童观察他人的次数是同年龄段的欧

裔美国儿童的两倍多。Chavajay和Rogoff（1999）发现危地马拉的玛雅母亲和初学走路的孩子比中产阶级

的欧裔美国同龄人更有可能会同时参加几项正在进行的活动，他们称这种行为是通过观察支持学习。

     Rogoff及其同事（Rogoff, Paradise, Arauz, Correa-Chavez, & Angelillo, 2003）在他们提出

的概念“有意的参与”中包含了观察学习，其中敏锐的观察被期望所激发，之后观察者负责其行动。有意

的参与可能包含一个更有经验的参与者推动学习者的参与，并和学习者一起参与其中，或者包括直接的

口头指导(Maynard, 2002)。但是相对于在正式教育中突出的发展过程的特征性口头指导，它更注重观察

的作用。研究表明，有意的参与是通过观察进行学习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着文化的根源并影响现在的行为

    比如，Mejia-Arauz, Rogoff, Paradise (2005)安排墨西哥和欧洲血统的儿童观察一个“折纸女

工”（Origami lady）折出两个形状，然后他们再自己动手做，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或高或低水平的教

育。他们发现所有的儿童都敏锐地观察折纸女工的演示，但是那些父母受到很少教育的儿童在完成自己的

折纸时没有询问进一步的信息，而那些父母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儿童更有可能去寻求帮助。

    在此将不再赘述在之前章节展开的关于文化－历史的行为组织方式对教育影响的材料。可以说，在一

项接一项的研究中，有着较高教育水平的母亲更有可能以强调口头解释而非意图参与的方式去组织儿童

的行为。儿童所获得的深层次知识的内容和获得知识的方式都受到成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范围和那些活动

的完成方式的影响。而且，这些内容和范围受到群体所在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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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念发展中的生物学和文化习俗交互显著的地位

很多年以来，跨文化研究的主流都采用这样的任务：给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儿童呈现几组物体或者图

片，这些物体或图片可以根据不同的维度来分类（颜色，形态，数量，功能和分类范畴都是经常研究

的）。这个研究直接受到刺激-反应学习理论的影响，这个理论假定，概念的建立是由于将刺激的不同属

性联系起来，并且这种联系受到某种形式的强化（对于人类，可能只是指出一个反应是正确的或错误

的）。它进一步假定，除了觉察刺激的能力以外，对于相应的分类的发展与鉴别完全是经验问题；因此，

研究兴趣就集中于考虑不同的文化提供了怎样的经验（参阅 Cole&Scribner,1974；Laboratory of 

Comparative Human Cognition,1983综述）。

在过去的二十年，这种研究方式不再流行了。部分原因是，有证据表明，有一些难以约束的因素与特

定刺激和实验程序密切相关，它们以不可控制、不可解释的方式微妙地影响了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

人的表现。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它所代表的关于概念发展的主要研究方法不再受欢迎了。取代它的一个新

研究取向是对自然种类的分类。它假定，自然种类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系发生的认知心理倾向的约

束。另外，对新实例的归纳判断，取代依据相似性进行分类，成为分类知识的主要判断标准

（S.A.Gelman,Kalish,1998,本手册,本卷,第16章；R.Gelman&Williams,1998,相关的综述）。

这些新近研究的概念常被认定为认知领域，“领域”的定义是“一系列知识，用于识别和解释一系

列现象，这些现象共享一定特征，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Hirschfeld & S.A.Gelman,1994,p21）。现

在的分歧集中于这些初始的约束条件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限制或塑造了概念发展过程中经验这个角色

（包括文化组织的经验）。有一个大致的量表可以用来描述种系发生的限制和文化组织经验如何在个体发

展中整合（S.A.Gelman,Kalish,1998，本手册,本卷,第16章，针对个体发生变化有更多的描述）。

这个量表的一端的观点因与 Chomsky（1959，1986）的语言获得理论相联系而得到了普遍认同。语言

获得理论主张，虽然语言的表面形式依赖于文化经验（例如，法语和广东话就不同），但是深层的结构

却是先天制定的。语言并不是像学习理论者主张的那样是通过环境学习偶然获得的（Skinner,1957）。

乔姆斯基的观点被 Fodor(1985)推广到一种广义的智力领域，他用心理模块（mental module）这个

术语来表示任何“专门化的封装的（encapsulated）的力器官，这种器官由进化而来，专门处理与该物

种有特别关系的特定信息类别”（Elman et al.,1996,P36）。根据这个观点，模块化领域的知识获得和

发展不需要广泛的环境；环境的作用只是作为一个相应的模块的触发者。关于文化与发展的特别重要的考

虑事项就是，主张模块系统是“封装的”，这意味着它们能够很快根据给定的输入强制性地输出。（举一

个知觉错觉的例子，知觉者总是觉得一根插在水中的棍子是弯的，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它是直的。）通常

模块理论伴随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模块存在于一个预先指定的脑区（比如，布洛卡区就被认为是语言

所在的脑区）。

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相信存在领域特殊性和概念发展的生物学限制，他们抵制模块说的观点，而更喜

欢提“核心”或“有特权的”（privileged）领域的知识；认为生物学限制只是提供“纲要原则”来限

制发展中的儿童注意这个领域的相关特点，但不是完全封装的；或者说，他们需要文化输入的灌输和持

续的学习来发展通过一个初步的起点（ Baillargeon 2004; Chen, Siegler， 2000;S.A.Gelman & 

Kalish,本手册，本卷，第 16章；R.Gelman & Lucariello,2002; Hatano,1997）。具体到各种环境因素

如何起作用，这个阵营的理论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那些认为经验不仅仅是概念模块化过程中触发者的研究者，有的认为环境的偶然性很重要（E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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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1996），这和早期提出的S-R（刺激-反应）理论是相似的；还有的认为，像类比这样的领域一般

性的能力是将概念思考从初始状态推向更成熟的形式的关键机制（Springer,1994）。

对于更加复杂的问题，“高度专门化的先天约束+极少的经验”与“纲要性的约束+大量的文化组织

性经验”中哪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发展，似乎是因所讨论问题的领域而不同。在物理领域，出生后几个月的

婴儿就至少掌握了一些很基本的物理原理，包括期望两个物体不能占据同一个位置或者不能穿越物理障

碍（Spelke,1994）。根据这些发现结果，Spelke认为物理领域的知识是天生的、领域特殊性的，应用于这

个领域所有实体的约束条件构成了成熟的知识的核心，并且是任务特殊性的。数字（Feigenson, 

Dehaene, & Spelke, 2000）、主体（agency）(Gergeley, 2002; Gopnik & Meltzoff, 1997)、生物

(Atran, 1998), 以及心理理论(Leslie, 1994)等领域也提出了相似的主张，尽管每种情况下都有一些人

持有结合的观点，主张包含一些领域一般性的推理能力（Astuti, Solomon, & Carey, 2004; 

Springer,1999）。

关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环境中的文化变量）的研究并不是均匀地分布于整个已经被发展心理学家

们预先占据的概念领域。显然，没有任何关于朴素物理学发展的文化差异的研究，尽管即使是激进的先天

主义者都有兴趣考虑发展是否不仅仅是先天的，但是实际上，基于他们对很小的婴儿的研究，他们假设

核心原则仍然支持先天的约束条件。然而，有的跨文化研究是关于数字领域的（Saxe早些时候从文化-历

史变化与这一领域有相关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回顾），还有大量研究是有关心理与生物领域的。因此，我的

综述主要集中于这三个领域。

数字

最近的几十年积累了大量的证据，人类很小的婴儿和灵长类动物有初步的数学能力，涉及小数量的

加和减；不过涉及具体过程还是有争议的（Boysen & Hallberg, 2000; R.Gelman & Gallistel, 2004; 

Hauser & Carey, 1998）。R.Gelman和 Williams(1998)总结了年幼婴儿在小于三的数字操作上表现出的

错误模式，认为这说明可能存在“类似于动物使用的前语言的计算机制”（1998，p588）。Hauser 和

Carey进一步总结到：

早期灵长类进化（可能更早一点），以及儿童概念历史的早期，关于数字表征的某些模块就已经牢

固存在了。[这些包括个体化（indivaduation）和认识数字（分类的物体，象杯子和胡萝卜之类更加具体

的分类；以及量词，例如“一个”和“另一个”）的标准。更进一步还有概念能力…比如将一个东西与它

相应的东西对应起来的能力，以及表征序列顺序关系的能力…（p82）

关于儿童早期数字推理的研究表明，它是在那些早期的起始条件的基础上以一种顺序性的方式建立

起来。因此，Zur 和 R.Gelman（2004）报告说，给三岁的没有上过学前班的儿童看从一个已知的数值中加

上或减去 N个物体，然后让他们预测结果并检验他们的预测，儿童能够给出合理的基数值作为预测，并

且用精确的计数程序来检验他们的预测。他们认为，在没有外在指导的情况下儿童表现出如此迅速的学习

能力，这支持了一个观点，即“纲要性的心理结构加速了同化作用和对相关领域知识的使用”（p135）。

尽管还不能确定机制，但这些数据支持这一观点：数据推理是一个核心领域，因此是人类普遍存在的。

其他文化中的数字发展得来的证据，至少在刚开始看来是质疑基本数学推理能力的普遍性这一观点

的，但是对 Hatano 和 Inagaki（2002）观点极少怀疑；他们正确地主张，正因为天生的专门知识只是纲

要性的，因此研究文化经验与种系发生限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产生了成人化的数字推理形式就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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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一开始，世界上的许多社会体系中至多只有少量类似于“一、二、许多”（Gordon,2004; Pica, 

Lerner, Izard,& Dehaene, 2004）的计数词汇。如果不采用与模块化和核心领域理论家们相对应的程序

来研究这些社会中的婴儿，那就不知道这些贫乏的系统是否也可以作为支持数字推理的普遍性的证据 。

R.Gelman和 Williams(1998)指出，这种表面上的贫乏可能是欺骗性的。以南非的狩猎聚居群体为例，他

们只有两个数字词位，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数到 10，他们可以采用加法策略来表示出连续的更大的基数，

因此与八相应的词就被翻译为 2+2+2+2的形式。然而，Cordon(2004)最近报告说，生活在偏僻的亚马逊丛

林中的 Piraha人，其成年人对小数量表现出初步的算术能力，但是对于更大的数字他们的表现就迅速降

低。但是学习了葡萄牙语数字词汇的 Piraha儿童没有表现出类似于他们父母的缺陷。Pica等（2004）从另

一个亚马逊的部落中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虽然对于一些狩猎群居部落是否有超过非人类的灵长类和婴儿水平的数字推理能力仍有质疑，但这

一证据也强调了文化对于核心数字知识的精细化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当经济活动产生了足够的盈余而使得

计数和贸易成为必要时，词汇化的算术知识的出现似乎成了一个关键要素。回顾传统的 Oksapmin数字实

践，似乎是这种数字推理的萌发和开始；跟据 Saxe (1982),由于那时只涉及小额的交易，通常一对一的

对应作为他们中介交换的机制就足够了。

以两个农业生产社会为例，Jill Posner(1982)比较了象牙海岸的两个相邻部落。她描述的第一个部

落的特点是采用原始耕作方法的农民，他们竭力维持一种物质生存水平的生活；第二个也从事农业，但

除此之外他们还裁缝和行商，这需要经常参与金钱经济。两个部落的孩子都表现出对于相对数量的知识，

一些纲要性的原理，但是自给农业中的儿童的计数和计算能力远低于更多地参与金钱经济活动的那个部

落的儿童；这种差异后来被学校教育所弥补。

对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儿童的数字知识和技能的对比研究也支持这个结论，即文化使得核心领

域知识精细发展到不同的程度，这也许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但仍然是在核心领域的框架内（Saxe, 

Guberman, & Gearhart, 1987）。这些研究者在家里观察儿童和他们的母亲，给儿童一些不同的任务，同

时也观察母亲给孩子呈现一些预先制定的问题。他们发现两个社会阶层的孩子都经常有规律地参与数字活

动，但是到4岁时，来自中产阶级的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在更复杂的数字能力上表现出优势。在母亲和孩

子的互动中，所有的母亲都会调整活动的目标来反映孩子的能力，而儿童也会调整他们的目标以适应母

亲组织的活动；但是工人阶级的母亲更喜欢大大简化任务，与访谈者交谈时她们对自己的孩子表示出了

较低的期望。

总的来说，关于数字领域发展的研究强烈支持 Hatano 和 Inagaki(2002)提出的观点，即“核心知识

加文化习俗”。（还可以参见本手册第一卷，第11章，Shweder关于认知发展的论述；以及本手册本卷第

16章S.A.Gelman所持有的观点，尽管他们没有提到文化是经验输入的来源。）

另外两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有挑战性的画面：关于这些领域作为核心领域的地位以及经验因素对

发展的影响方面存在更多的分歧，物种演化和文化对发展的贡献并没有吻合的那么完美。

朴素心理学和心理理论

对于人类来说，“心理理论”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指根据人的心理状态和特征来分析别人的倾向”

（Lillard & Skibbe, 2005）。之所以称之为理论是因为人们使用的这些推论是基于看不见的实体（愿望

信念，思考，情绪）来指导他们的行为，并且预测他人的行为。

前面关于黑猩猩认知的部分已指出，Tomasello,Call,Har(2003)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黑猩猩和倭黑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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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能够考虑他人的信念，这一论断已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区分点，因为毫无疑问，在工业化国家已经做

过必要的研究，在那里长大的人类儿童在大约4岁的时候就发展了“信念－愿望”心理的心理学。接下来

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能力在时间和自然属性上是否是普遍性的。再则，由于文化在心理理论的个体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已被Harris（本手册，本册，第19章）详细回顾过，因此这里只是简单总结他的整个工作

以保持当下讨论的连贯性。

在工业国家中所做的研究表明，在从婴儿到童年早期的转变过程，以及整个童年早期，儿童开始更

好地理解人们的信念和愿望是如何影响他们现实活动的。即使是 2岁的儿童也能分辨出自己的愿望和他人

的愿望。从许多情景下美国儿童的自发语言的研究看，已经确定儿童到 2岁时就能正确使用“想要”和

“喜欢”这样的词汇(Wellman, Phillips, & Rodriguez,2000; Wellman & Wooley, 1990)。就像 Harris

论述的那样，鉴别这种考虑他人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与行为关系能力的发展状况最受欢迎的实验方法就

是以各种形式呈现的“错误信念”任务。

到了 3岁的时候，儿童可以与成人协作来欺骗。Lillard和 Skibbe(2004)对这个问题总结到，“心理

能力看来是从婴儿期开始的”。到 5岁时，儿童就掌握了任务中应用于别人的错误信念和心理表征的推理

能力。接着，他们的理论发展到了二级情绪，如惊讶和骄傲。

这种心理理论序列化的发展进程很快产生一个推论，即认为这种理论是一个心理模块（Leslie, 

1994）, 这是从一些非人类的灵长类普遍遗传下来的一部分。在人类中，它在 3到 5岁这个很窄的年龄范

围内发展，并且它看起来是一个迅速而无意识的能产生推论的装置。孤独症儿童的偏离社会的特点和模块

性之间的联系被用于支持这种先天论的观点。

如果心理理论是模块化的，那么它应该不受文化变量影响；它应以一种普遍的时间顺序发展，就像

人失去乳牙一样。这种预期还没有在整个相关的年龄范围内被检验，但是在一个更类似成人思考模式的测

试，也就是错误信念测试中，儿童的处理方式表现出了合理的一致性。

这个结果并未产生一个终极结论。来自世界不同文化的大量证据表明，大量不同内容和方式的心理状

态和行为被讨论过，也讨论过他们是怎样设计的（Lillard,1998a;　Vinden,1996,1999）。按照绝对数字

英语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加工超过 5000个的情绪词汇。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Chewong人据报告只有 5个

词语来表示整个心理过程，翻译过来就是：要，要很多，知道，忘记，想念或记得（Howell,1984）。人

类学家也报告说，在许多社会中，人们确实避免谈论其他人的心理(Paul,1995)。

现在，采用适宜于本土的心理理论任务版本和考虑文化差异的观点是有分歧的。（Harris，本手册，

本卷，第19章；Lillard & Skibbe，2004）正如 Harris指出，因为有的文化中的人们不太可能用术语谈

论头脑中的心理状态，这就造成了模棱两可；而且在有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或者只是部分的通过心理理论

任务（Vinden, 1999, 2002）。但是，他们较差的表现到底是由于缺乏词汇还是倾向，抑或是因为他们无

法将自己的直觉理解用言语表述出来呢？

Callaghan等人做了一个研究，程序中尽量少用语言，不需要使用像信念和情绪这样的难以翻译的词

汇，试图来避免语言问题。两个实验者都在场时，他们在三个碗中的一个底下藏好一个玩具。接着一个实

验者离开，另一个实验者诱导儿童把玩具放到另外一个碗下，然后问他，第一个实验者回来后会翻看哪

一个碗。请注意，这个实验程序中使用的语言是行为水平的（翻看一个碗），没有提到心理术语。所以预

测刚刚离开的实验者会去她离开时玩具在的地方寻找，就能反映被试考虑他人信念的能力，并且不用使

用心理术语。

他们采用这样的实验条件在加拿大，印度，萨摩亚群岛和秘鲁测查了大量3到 6岁的儿童。成绩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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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增长，4-5岁的儿童处于 50％回答正确的分界点，而几乎所有 5-6岁的孩子都能答对。这是一个严格

标准化的研究，采用精确而相同的程序，以致于成绩不依赖于人们交流心理语言的能力，因为对方不使

用这样的心理术语；这样程序就具有普遍性（与模块化的观点相符）。这种恒定性接近了心理理论行为的

最基本的核心，完全避免了语言的影响，当问儿童关于信念推理的问题时，儿童反应的语言信息不成问

题。因此，举个例子，Vinden（1999）发现，来自喀麦隆和新几内亚的一个少数民族的科技水平很低的群

体的儿童，可以理解信念如何影响行为，但是对于预测错误信念任务中的情绪存在困难。

通过采用另一种任务：要求儿童解释一个故事主人公的坏行为，Lillard，Skibbe, Zeljo 和

Harlan（2003）发现儿童将行为归因成内部的心理特质还是外在情景这一问题上有文化、宗教、阶级差异

因此归因问题可能是任何心理理论中一个人用来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一个因素。Lillard（2006）强调

“文化差异通常只是程度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和频率”（p.73），这个观

点早就被Cole等(1971)提出过。所有群体中的儿童都会有这两种反应，内部的或者情景化的；只是使用

的频率和模式不相同。他们将这个研究情境中的平均结果归因于不同团体中的语言社会化习俗，认为低

经济社会地位(SES)或者农村儿童的父母更可能用情景化因素来解释行为，并将这种解释方式示范给了

他们的孩子；而高 SES或城市儿童的父母更可能使用内部模型来解释行为，他们在与孩子的交互作用中

将这种模式具体化。研究也显示，有哥哥姐姐的孩子的心理理论出现得更快，这可能是有哥哥姐姐给他

们在理解和解释人心思的谈话中提供了更多的经验（Ruffman, Perner, Naito, Parkin, & Clements, 

1998）。

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似乎都能解释心理理论的发展特点。已有证据表明，如果采用适宜的程序，可以

在大猩猩中发现人类心理理论的许多（但不是全部）因素（Tomasello 等,2003）。因此给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差异很大的人们采用简化版本的错误信念任务时，他们能够有一样的表现也就不足为奇；而当语

言和解释也变成评估的一部分时就会出现文化差异。这个结果支持了Hatano 和 Inagaki (2002)的观点，

即种系发展和文化历史因素都是成人思维模式——思考自己和他人的想法和处境——发展的必要因素。

生物学领域

在此考虑的所有领域中，生物学知识核心领域存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引起特殊的争论，分歧在于生

物学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核心领域，以及生物学知识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组织经验的影响。在一本

很有影响力的书中，Carey (1985)主张儿童对于生物学现象的理解是由朴素心理学而来的。人类的行为是

受到有意图的信念和愿望的支配的，儿童解释其他生物时是以人作为参考和类比。他们无法接受我们的身

体器官功能和意图相互独立这一观念，只要其他实体与人类类似，那么就对它们应用有心理意图的因果

关系。Carey采用了一种技术，让儿童判断一种特殊的实体是否和一个目标刺激有相同的性质（比如，如

果人呼吸，那么狗也呼吸吗？植物呼吸吗？石头呼吸吗？）。根据她的结果，儿童直到7岁以后才发展出

一种理论，将人类看成众多生物中的一种，共有许多因果关系原理（特别是身体构造的机械的因果关

系）。这种转变引发了朴素生物学这一派生领域。

在生物学领域的工作中，Hatano 和 Inagaki (2002)认为生物学是一个核心领域，而不是从心理学上

产生的，它以人类身体为基础来解释其他实体。根据他们的观点，朴素生物学采用了一个解释模型（朴素

理论），通过与人类进行类比来解释其他生物（拟人化）；而且生命现象由一种特殊形式的因果关系—

—活力原理——产生，这与单纯的物理化学力量不同（活力论）。这种领域特殊性推理的形式是基于一种

三向的关系，食物/水，主动/积极（主动从食物中吸取生命能量），以及在大小和数量上的生长（摄取

生命能量产生个体增长并产生后代）。这种推理模型也被认为是具有文化普遍性的。尽管跨文化的数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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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少，但是从澳大利亚和北美，以及日本得到的数据支持这个观点；这些地方的儿童在 6岁时表现出了

这样的推理（Hatano ，Inagaki，2002)。

然而，Hatano 和 Inagaki也相信当地文化习俗的参与对于大多数框架知识以外的生物学思维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这种发展过程可由 Inagaki(1990)的研究来说明，她安排一组 5岁的日本儿童在家养金鱼，

而对比组没有这样的经验。养金鱼的儿童很快就显示出了比他们没有养过金鱼的同伴更丰富的鱼类发展的

知识。他们甚至可以将学到的鱼类知识推广到青蛙上。如果问他们“你可以把青蛙永远地养在一个碗中

吗？”，他们就会回答“不行，因为金鱼会长大，我的金鱼以前很小，现在他们很大了。”（引自

Hatano，Inagaki，2002，P272)。

支持生物学知识发展中文化介入观点的另一个证据是 Atran和他的同事做的关于生物学分类的发展

研究。Atran（1998）曾经采用的观点是认为生物学分类是普遍的，认为它是“人类头脑自动而自然的分

类方案”的产品（p.567）。然而，现在他和同事都承认，童年早期以后，经验丰富程度和当地的生态显

著性等也构成解释生物学理解发展的因素（Medin, Ross, Atran, Burnett, & Blok, 2002; Ross, 

Medin, Coley, & Atran, 2003）。而且，他们证明了一点，生物学思维并不是普遍地以人自己的身体为

推论基础而开始的。

Medin, Atran和他们的同事在部分研究中采用了一种由Carey发展起来的程序版本。比如，给儿童看

一幅狼的图片，问他们“好，有种东西叫做 andro，它存在于某些事物里面。狼的身体里也是含有 andro

的。现在，我给你看一些其它东西的图片，你告诉我，你觉得它们的里面也象狼一样有andro吗？”

接下来采用这个问题的框架还伴随一些“参照基点”（在这个例子中是，人，狼，蜜蜂，秋麒麟草

属植物，水）以及大量的“目标物体”（比如，浣熊，鹰，石头，自行车）。以此来测查儿童是否认为，

存在于基点物体中的 andro(或者其他假想的性质)也同样存在于目标物体中。研究主要关心的两个问题是：

推断一个性质(如 andro)的存在是否随着目标物体的生物相似性的降低而递减？儿童在评估生物相似性的

时候是以人类作为为单一的参照基点吗（拟人化是生物分类发展中的普遍特点吗）？

这个研究小组对 6-10岁的，他们称之为“城市主体文化儿童”，“农村主体儿童”和农村土著（梅

诺米尼人）美国儿童做了这项研究。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得到了类似Carey的结果，城市主体儿童是依

据比较实体与人类的相似性为基础进行归纳的。但是即使是很年幼的农村儿童都会像成人分类专家一样靠

生物亲缘关系来进行分类（他们不是将人类作为唯一的推论基础）。另外，所有年龄的土著美国儿童以及

年龄稍大的农村主体文化儿童也都显示了生态学（系统）推理；他们以对比事物在生态系统（比如一个

池塘或一片森林）中的关系为基础来推断事物间的联系。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发现城市儿童显出用人类来作对比基础的偏好，但是农村儿童，特别是农村

梅诺米尼儿童不是这样，这与Carey将人神同形同性论作为民间生物学理论的普遍特性的论断相抵触。这

个结果显示，文化和专门技术（处于大自然中）都对生物学思考的发展起作用。这些证据与 Hatano 和

Inagaki，以及Geertz（1973）的观点吻合的很好，即文化组织经验对于完成发展史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的实验范式也被用来研究尤卡坦人和玛雅人的成人和孩子的生物归纳知识的发展（Atran等, 

2001）。成人的归纳能力从人类到其他生物，再到非生物依次递减，遵循标准生物分类的预测模式。但是

当使用蜜蜂来做基线时，他们经常不仅将共享的性质推论到其他的无脊椎动物，还推广到树和人类。根据

Atran等，这种推断模式是基于生态学推理：蜜蜂在树上筑巢，它们的蜂蜜是人类寻求的对象。成人的回

答中常明显地使用了这样的生态学判断。

关于文化对发展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尤卡坦儿童的反应与成人相似。不管基线概念是什么，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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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从哺乳动物移到树时，归纳推理也随之而下降。而且，像这里的成人一样，儿童也没有拟人化推断的倾

向：从人类开始的推论与从动物或者树木开始的推论没有差别，看来他们并没有以人类为推断基准的偏

好。如果说有偏好的话，儿童更喜欢用狗作为推断基准，可能是因为他们喜爱和熟悉这种常见的家庭宠物

事实再次说明了文化组织经验对于生物领域推理的重要性。

最近一项广泛而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是关于在生物知识发展中物种演化和文化的影响。这一系列研究在

马达加斯加岛, 由 Rita Astuti和她的同事完成（2004）。Astuti和她的同事们认为生物学知识的核心领

域应该包括出生，生父/母，生物遗传和天生的潜力这些概念。正象这些作者指出的，关于生物学核心领

域的主张是有争议的。比如，支持生物学核心领域观点的证据来自学前儿童而不是婴儿。而根据对北美和

尼日利亚儿童所作的跨文化研究表明，7-9岁之前的儿童还不能认同以下观点，即如果一只浣熊（在美国

用的例子）生了一只动物，而这个动物又生出了更多的浣熊，那么即使这个新出生的动物的样子和行为

都像臭鼬，它也是一只浣熊（Keil, 1989）。马达加斯加对于研究生物性理解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有趣的

地方，因为这里的人们强调根据后天经验来决定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和相似性。如果问成年人为什么有的

婴儿的长相和行为和他们相似，他们就会说因为“他的母亲和与这个婴儿长得像的一个人生活了很长时

间”或者这个婴儿被漫游的精灵影响了。因此，根据 Astuti和她的同事们的观点，从马达加斯加人的角

度来看，对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的婴儿和作为社会性生物的婴儿进行分辨是很难的。

这些研究者在三个群体中进行了研究。头两个群体是：Vezo人，他们生活在海边，靠打鱼为生；和

Masikoro人，生活在内陆，养牛耕作。这两个群体在种族上都是马达加斯加人，一千年前或更早以前就来

到了这个岛屿。他们有共同的传统宗教信仰、崇拜祖先的形式、和共同的语言。第三个群体是 Karany人，城

镇居民，印度-巴基斯坦移民的后代；他们大致是店主和放贷人，相对富裕并接受良好教育。在出生的时

候 Vezo 和 Masikoro的婴儿是无法分辨的，但是 Karany的婴儿可以通过他们的较浅皮肤和稍直的头发很

容易地分辨出来。主要的问题是，是否不同年龄的人们都会将婴儿与其父母之间的相似性归结于生物遗传

或是社会环境。在假设问题中，对来自同一个群体或另外两个群体之一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进行比较。询

问了三种类型的特质：身体特质（比如，宽脚和窄脚）、信念（比如，牛的牙齿是否比马的更强健），以

及技能（知道如何成为一名木匠或者技工）。特定问题根据收养或者生父母是来自相同还是不同群体而定

以梳理出（tease out）是采用生物性还是社会性推断模型的条件。

Vezo的成年人回答关于婴儿身体特质的问题时，他们绝大多数选择生物遗传作为决定性因素。当问及

孩子从属的什么社会群体时，他们都判断孩子是被收养的群体的一员，不管是 Masikoro还是 Karany，群

体认同都是取决于人们从事的职业，而不是他们父母的生物学特性。另外，当问到信仰和技能的时候，

Vezo的成年人又选择养父母群体作为孩子将获得这些技能的出处。

在后续的两个研究中，Astuti和她的同事给儿童组（6-13岁）和青年组（17-20岁）呈现了相同的

任务。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倾向与认为婴儿的身体特质、信念、技能都主要由他们的养父母决定。青少年更

接近成人模式——将身体特质归于生物性，而将信仰和技能归为文化经验，所以他们会把身体特质归因

于亲生父母，在信念和技能归因上更接近成人。

在最后的研究中，要求儿童和成人判断被新的母鸟收养的小鸟的特性。在这个研究中，成人和儿童都

将鸟的特征归于它们的生父母并且给出了生物遗传的理由。

这一系列的研究还得到了其他许多有趣的结论，但是根据当前的目的他们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

在有的条件下（比如，关于鸟的推理），年幼的马达加斯加儿童看起来就像东京或者波士顿的幼儿一样

能理解基本的生物遗传原理。第二，关于人类的推理，马达加斯加成人表现出他们理解遗传的规律，但是

33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坚决不承认它们的意义。

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让“生物学作为核心领域”这一结论的得出变得复杂了。当采用合适的考察

方法时，得出这一结论——认为基本生物学原理的理解是普遍性的，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很难理解成年

人是如何详细描述一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复杂文化信念，而且这与核心生物学知识相抵触。

马达加斯加儿童获得（普遍的）成人的核心生物学理解系统的速度很慢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经常接

触的成年人对他们的日常经验的解释 否认朴素生物学原理的存在。但是成年人怎么会在获得同样这些知

识的同时，还获得关于亲属、祖先和群体相似性这些与核心领域基本原理相抵触的知识呢？

文化组织的信念和行为组织结构比生物学核心领域的证据要多。Astuti和她的同事认为，由于马达加

斯加社会的最高价值观是达到老年并被子孙围绕，马达加斯加人就系统地贬低和轻视了生物学联系的重

要性而赞同社会学联系，使得儿童成为整个村庄的后代而不仅仅是他们的生父母的后代。无论情况如何，

这个研究的作用是凸现了推理发展过程中生物学限制和文化习俗复杂的交织作用。

核心知识以外

正如R.Gelman 和 Lucariello（2002）指出的，儿童需要掌握经过验证的核心领域以外的大量知识。

世界上的物体有很大一类是人造物品，它已有的定义是根据人类行为的某些目的而改造的物质世界。

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儿童很早就能区分人造物品和自然物体，尽管他们能区别这两类物体的条件可

能不相同（Kemler Nelson, Frankenfield, Morris, & Blair, 2000; Keil,1989）。如果告诉儿童一个

物品是某种食物并教给他一个名称，然后给他看一个新的物品并说那是一种食物，他们会根据颜色来泛

化他们学习过的那个名称。然而，如果告诉他们原来的物体是一种工具并且新的物体也是一种工具，他们

就会根据形状来泛化名称。另一类关于分辨人造物品和自然物体的证据来自其他的地方：研究中，相关的

物体经历了某种转变，并问儿童它是不是还是同一个物体，为什么。比如，如果告诉幼儿一只山羊去掉它

的角、把毛卷起来、训练它像绵羊一样“咩咩”地叫，并且给他们看一幅这种变形以后的动物的图片，很

小的儿童都会坚持认为那还是一只山羊，因为它的内部没有改变。儿童假定即使改变外观也不能改变山羊

的一些重要性质（S.A. Gelman & Opfer, 2002）。这种反应正是我们期望能从核心领域知识（如生物

学）的发展资料中得到的。而且，也已经确认，儿童很早就能够区分生物和非生物，这是区分自然和人造

物品的一个中心标准。

当涉及人造物品的分类时，就无法再采用本质的、内部的性质来作为判断物体类别的指标。一个硬币

如果被融化变成了碎冰锥，那就不再是一个硬币了。面对这样的转化，幼儿不太可能说这个物体还是一样

的。因此，研究兴趣就集中于看儿童采用怎样的标准来判断两个人造物体是否属于同一类型。有人认为 3-4

岁以前的大部分儿童都会根据知觉标准来对这样的物体分类：它们看起来有多相似(特别是，他们有同样

的形状或者颜色吗) ？

根据这个观点，大约4岁的儿童判断标准开始转向一种功能，这是成人通常采用的判断标准。因为根

据定义，人造物体就是用于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的物体。在一些条件下，年仅2岁的美国儿童就已经被证

实可以将学过的一个人造物体的名字总结推广到另一个与它具有同样功能的物体上（如，两个外观不相

似的做铰链用的物体）（Kemler Nelson et al.,2000）；基于人造物品的分类的推理在整个童年时期持

续发展并可能越过童年继续发展（R. Gelman & Lucariello, 2002）。

正如 Keil（2003,P.369）的评论，“看起来大部分人是生活在人造物品的世界中”，这就产生了一

个问题。人们或许能够通过观察别人对某个人造物品的使用而推断物体的作用和人的意图，但是看起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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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直接的领域特殊性核心原则来帮助他们合理推断人造物体所属类别和所能达到的功能。R. Gelman和

Lucariello持同样的观点，他们用学习下国际象棋的例子，“历史，代数，经济学，文学，等等，”得

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不依靠核心领域支持的学习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因为没有任何领域相关的框架结构来开启学习之旅。相关的心理结构必须重新获得，这意味着学习者

必须获得领域相关的结构，以及关于这个领域内容的领域相关知识的一致性知识基础….很难收集新的概

念结构，那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这往往需要某种类似于正式教育的东西，而且这也不一定有效果，除非

学习者这方面进行额外的练习和努力。（2000, p.399）

这说明，在此呈现的框架中，正规教育只是历史演化下来的文化习俗的总体分类的一个子集。结果，

产生于构成了大量各种各样文化活动的已有相互作用模式的制约或许会使得在非核心领域形成概念。不幸

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心理问题的发展性研究相对稀少，尽管可以拾得一些所谓的“日常认知”

的研究（Rogoff & Lave, 1984; Schliemann, Carraher, & Ceci, 1997）。在学习编织过程中的概念习

得就是一个例子。

我已经给出了一些关于在 Zinacantan掌握编织的资料，考虑到了整合文化历史和个体发展的研究。

这里我回到那个由 Patricia Greenfield 进行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它关注在编织中涉及的当代文化习

俗。这些习俗涉及到一些人造物品，包括线的生产与消失，后带织布机以及它的组成要素（比如，翘面框

架），固定线位置的销子，等等。

鉴于先前部分中我主要突出了近几十年中学习织布的组织机构中人际互动的变化，以及织布产品的

变化，在这里将焦点转向与提供给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人造物品的组织紧密相关的问题，以及在个体发

生过程中，他们揭示出的内隐的、本土化的、关于如何增长人造物品功能的知识以及提高使用它们的技能

的理论。使得整个故事变得有趣的内容是包含在人造物品中的隐含的民族学理论（ethnotheory），它们

施展的作用与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一致。

Maynard（2002，2003）和她的同事们报告说，在人们开始从事成人的织布活动之前（可能在 9或 10

岁），年幼的女孩会被供给简化成不同复杂水平的织布工具。两个中较简单的一种工具是用来绕线并保持

线的方向的，这个工具在晚些时候织布时要使用；那种较复杂的工具将长线绕着销子折成两折（线是弯

曲的），这种更加复杂的方法要求编织者将伸出的弯曲部分视觉化，而不是简单地看着直线。在销子相反

一端的线会终止于织布机的另外一端，织出的布的长度是织布架长度的两倍。

这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复杂的弯曲的框架需要有心理转换的能力，而较简单的绕线框架就不需要

（“织布者仅仅是将线从织布机的顶部弯到底部：你看到的长度就是你织成的布长度”）研究者注意到

家长和编织老师将较简单的一种工具分配给 3到4岁的儿童，将较复杂的工具分配给 7到 8岁的儿童，这

与皮亚杰的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的规范年龄相一致。

为了检验这种对应，研究者比较了这两个任务中的表现。在其中一个任务中，要求儿童将织布机上的

图案与布的图案进行匹配。然后让他们完成另一个知觉配对任务，该任务源于皮亚杰和 Inhelder的空间

思维发展的研究。在皮亚杰和 Inhelder的任务中有六种不同颜色的珠子排成一条项链，摆成项链状（这

种条件只需要简单的知觉配对）或摆成数字 8的形状，这样当数字 8打开成一个圆时，两串珠子在形状的

中间是翻转的，需要心理转换才能将摆成项链状的和数字 8状的两串珠子间进行配对。这些测试呈现给 4-

13岁的 Zinacantan和洛杉矶的男孩和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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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研究的众多有趣的结果中，与本章有密切关系的结果如下：

1. Zinacantan儿童和北美的儿童在两个任务中的发展进步都符合皮亚杰理论的预期；

2. 虽然两个文化组别中都同样有进步，但美国儿童在珠子匹配∕转换任务上获得更高的平均分，

而 Zinacantan儿童在织布任务上比美国儿童表现更好，这种结果形式与当地的熟悉性有关；

3. 相应地，在织布任务中 Zinacantan 儿童中的女孩的表现比 Zinacantan男孩要好，Zinacantan

男孩就算没参加过也看过别人织布，所以他们的表现又要优于同龄的洛杉矶儿童。

总的来说，这些结果与Greenfield关于文化习俗建立于种族范围的成熟模式的理论主张相符。它们

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文化习俗是如何为非核心领域学习提供必要的限制条件的证据。

关于自传性记忆的文化和个体发生

尽管文化对记忆发展的影响这个话题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前面的综述中作的各类研究看起来

已经过时了，比如关于概念发展的研究。（参看 Pressley & Hilden，本手册，本卷，第12章）。这个早

期研究可分成关于连贯性故事和任意词汇表记忆的研究，这在当时的实验心理学中是很流行的。

关注于连贯故事记忆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结论，与 Barlett（1932）的理论主张一致，即人们会记

住故事中与当地重要的文化主题相一致的那些部分；但是与 Barlett的一个观点不一致，即他认为不能

读写的人倾向于用死记硬背的，顺序性的方法来记忆事件。另外，总的来说，在记忆连贯故事研究中发现

的文化变异很小或没有。关于记忆词汇表或物体词单的研究在不同人群中经常产生很大的变异，但是出现

这样的变异似乎与学校教育有关（相关综述，参看Cole, 1996, 第二章）。没有进一步的实际工作来继续

这两种传统研究。

在对故事回忆的研究兴趣减退的同时，在考察自传记忆发展中文化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中，文化教养

如何影响人们记忆任意词表的方式这一问题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这些研究探查文化对自传性记

忆的影响，自传性记忆被定义为一个人对过去的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的显性记忆

（Fivush & Haden, 2003; C.A. Nelson & Fivush,2004）。

除了现有大量相对实质性的研究使得有必要回顾这个方面以外，还与一些别的原因促使我们讨论文

化和自传性记忆的发展。第一，让人们回忆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事件可能是有意义的，胜于研究者强加的语

言或图画材料。第二，自传性记忆研究课题使得当前流行的关于独立型社会和互依型社会的对比研究在理

论上联系起来了。在这里我没有介绍这个研究，是因为它与发展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可参见本书第4卷

第17章 Greenfield等关于独立与互依和学校教育关系的讨论）。

另外还有三个原因促使我们在这个章节中讨论关于自传性记忆的研究。第一，自传性记忆的开始以及

随发展在质和量上的增长，总是与成人要求儿童谈论过去有关，尤其是谈论儿童过去经历的事件（通常

也是父母所经历的）。第二，已有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回忆活动和自传性回忆的初始存在文化差异（不

幸的是，只涉及很少几种明显不同的文化）。第三，与以前关于文化与记忆的研究相比，以前的研究都与

文化程度和学校教育的题目有关，而关于自传性回忆的研究只与自我和人格发展的题目有关，这就在有

关文化与发展的研究领域和它通常不涉及的认知发展范围之间搭建了一座联系的桥梁（参见 Shweder等，

本书第1卷，第11章，可看到这座桥梁的另一面的风景）。

C.A.Nelson 和 Finvsh对自传性记忆发展的说明是，假定有一个各物种通用的、关于事件、人物和物

体的基础记忆过程装置，它依赖于普遍物种的神经认知的成熟。这个基本过程使我们习得对意图和对他人

的理解，这种对他人的理解在先前以核心领域的术语讨论过，与自我有关。这种婴儿早期的加工过程伴随

着这种新形式的、以文化为媒介的社会经验附加在了语言上。那些社会经验需要这种基本过程的出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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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过程能逐步使得认知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叙述体的出现——特别是谈论个人的情节

时情感就会卷进来——在这种和情绪的纠缠中儿童也发展了。C.A.Nelson 和 Finvsh这样总结在自传性记

忆中叙述的中心性作用：

叙述依据因果、条件以及时间标志将事件联系到一起，增加了对事件理解能力的层次，超越了从直接

经验中得来的东西。叙述者被意义建构起来、强调目标和计划，动机和情感，成功的和失败的结果，以及

他们与讲话者和其他参与者之间有意义的关系……可能最重要的是，通过使用评估机制，叙述会提供能

反映个人意义和重要性的表达，得到一个关于心理动机和诱因的更复杂的理解。（p.494）

总之，叙述为思维、行动和对世界的感觉组成了各种目的通用的工具。

为了思考自传性记忆与文化，最引人注意的核心证据是，美国的父母组织谈话（与孩子谈论过去的

事件）的方式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这些差异显著影响了儿童的自传性记忆。C.A.Nelson 和 Finvsh在他

们的总数文章中说，母亲关于过去事件的回忆风格是“精细性”（elaborativeness）的，这是说她们在

与孩子的回忆性谈话中使用程度与频率作为修饰。（需要注意的是，精细性与通常所说的爱说话是不一样

的：高精细性的父母在其他场合可能是不爱说话的。）他们的综述（包括纵向和横断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父母的高精细性会带来更好的自传性回忆（根据数量和一致性测量）。这个效应在被要求回忆 2年前的一

个场景时仍存在。随着时间推移，父母和儿童在这些场景中的回忆的关系转变，因为儿童在交流中的回忆

开始变得和父母一样多。

我们转向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大量有趣的发现被报告出来。正如 Leichtman, Wang, 

Pillemer（2003）所总结的，有大量研究报告了以父母-儿童关于过去的交流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差异。这

些差异既包括了父母谈话形式的精细化程度，也包括他们所强调的文化价值。此外，在韩国、中国和印度

社会进行的大量跨文化研究中，父母-儿童谈话的这两个方面是共变的；与美国中产阶级比较，这些社会

中的父母（低精细化程度的谈话风格占主导）更可能强调等级，恰当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行为。同样，与

关于谈话风格和自传性记忆关系的结果相符合的是，这三个非美国社会的受测者的最早的记忆显著晚于

在美国样本中获得的数据。这个结果在印度尤其显著，只有12%的农村成人和 30%的城市成人报告了他们

童年时代的特殊事件，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确实报告了事件发生的年龄，年龄范围在 6至 11岁，远远晚于

在美国样本中获得的值。

从事这项工作的研究者们把这样的结果与不同文化中的互依性与独立性的社会取向联系起来。后者在

分析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鼓励将焦点集中于自己或者他人（Markus, Kitayama, 1991; 亦可参看本书第

一卷，第13章，Schweder等）。这里不试图从理论化角度作判断，在此 Mullen和 Yi（1995）的观点抓

住了要害；他们认为互依取向社会中，儿童被教育视自己是社会网络中各个角色的集合体，而独立型社

会的人所受的教养是视自己为个体特征的集合体。精细性回忆风格和相对较少强调社会等级关系，构成了

一致性的自传性描述风格；而非精细性风格混淆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界限，因此缩小了自传性回忆中的

“自己”。

由Hayne和 MacDonald（2003）做的研究揭示了另一个影响自传性记忆的文化因素-那就是一个社会

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关于自己的过去的描述。这些研究者比较了新西兰的毛利人和欧洲人后裔的自传性记忆

以及这两个群体中母亲与孩子谈论过去时的回忆风格。

第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毛利人中的成年妇女的最早记忆在将近 3岁发生，而与他们配对的欧洲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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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早的记忆平均比他们晚一年。基于先前引用的研究，这种差异让作者们做出了假定，认为毛利人母亲

会比欧洲后裔的母亲采用更加精细化的谈话风格。但是相反，欧洲的母亲更倾向于采用精细化的方式，她

们关注更广泛的事件内容和人物以及物体所显现出来的显著的细节内容。他们发现毛利人母亲更可能关注

事件的一个有限方面，并且重复问与此有关的同样的问题，就好像是为了引发特定的反应一样。因此似乎

早期的自传性回忆不只遵循一条路。这些结果极大的支持了 K.Nelson（2003b）的“多个功能系统”的观

点，即认为“记忆不是一个单独的结构，而是一系列的功能，采用相似的过程来获得不同的结  

果”(p.14) 。

结论

我相信以前的《儿童心理学手册》版本从没有哪个像当前这个版本一样，用这么多的章节关注文化和

发展的作用。不仅用两个章节（标题中含有“文化”字样）来考察文化组织经验，而且还有一些章节多少

关注了传统的分类法，如概念发展和社会认知（可能还有些别的我没有进一步讨论的）。

在我看来，最令人鼓舞的事情就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真正放弃了恼人的先天 -后天争论，开始把文

化作为人类种系发展演化的特性。这样的论述已经有几十年了。来自人类学和心理学最突出的两个例子如

下：

人的神经系统不仅仅使得他能够习得文化，它还积极要求他这样做，这样神经系统才能发挥作用。与

其说文化只是补充、发展和有机地扩展在逻辑上和遗传上优先的基本能力，不如说它本身就是这些能力的

组成部分。一个脱离文化的人很可能就不会有内在才能，尽管不是猿，但整个一个没有头脑因此是没用的

畸形物。（Geertz，1973，p.68）

回忆 Peter Medewar关于先天与后天的名言：每种因素在显型变异中都 100％起作用。人类既受基因

又受文化的限制。（Bruner,1986,p.135）

自从这些文字写下以后，发生变化的是，它们已经远远不止在人类学领域产生共鸣了。我已经引用了

心理学家 Henry Plotkin 的话，即生物和文化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神经科学家 Quartz和 Terrence 

Sejnowski（2002）更进一步指出，文化“限制了一部分发展程序，这些程序同基因一起构造了大脑，是

你成为怎样一个人的基础”（P.58）。他们特别强调，在物种演化和个体发展中都是最晚成熟的前额叶关

系到计划功能和复杂的社会交际功能，它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文化作用。他们提到这个刚出现的学科都认为

这个成果应该被称为“文化生物学”。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我也从广义的、涉及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理论

性框架中得到了同样的研究取向，这种历史文化理论这可以追溯到维果茨基和他的学生。

不论把人类个体发生看作是随着文化和种系发生的交织而出现的过程，从文化生物学的角度，还是

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角度，要形成一个人类个体发生的观点，都需要认真按照这个章节中提出的不同

的“历史潮流”或“遗传领域”做出调查研究。

    作为一个开始，我回顾了大量文献，关于人化过程、人类和非人类的灵长类之间的比较、以及文化历

史观三方面，并从这些综述中得出结论。与这个回顾式的方法相反，应该可能评估之前综述的关于概念和

记忆发展研究的新方法，并且为以后的理论进展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与人类个体发展有关的种系和文化历史的总的经验教训

对人类种系发展研究的古逻辑学分支和灵长类动物学分支的文献阅读让我感到，它们对于思考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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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和认知发展都有特殊的贡献。关于灵长类人化过程的文献中，突出的是解剖学变化之间，涉及文化

的产生和利用的行为变化之间的互惠关系，和各生物有机体之间、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文化对

于生物学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虽然在考察现代人类时看起来很模糊。

关于现代非人类的灵长类的研究有几点很突出。首先，从这个研究看来，不管现代的人类和猿有着怎

样的共同祖先，这个祖先和最早的人类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小差距。但是，那个小小的不同,用 Bateson的

话说就是“造成差异的差别”——这引发了一个关于“变化”的复杂的辩证法，其中生物的、文化的、认

知的和行为的改变不断积累，产生了越来越类似现代人的智人，使得其发展是通过文化这一该物种的特

质。第二，关于非人类的灵长类的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使得人们更好地理解一些基本的心理机制，如在

人类认知发展过程出现的模仿。

另外，将文化研究理解为群体水平的社会传统，这引出了关于人类文化的新问题。现在问题变成了：

为什么文化会在早期原始人中积累？为什么对人类来说文化具有中心地位，统治他们的生活，交织进入

他们的思想，而在野生大猩猩群体中却没有这样的现象呢？除了非同寻常的情境下（塔斯马尼亚到从澳

洲大陆上分离出去，与世隔绝），一种现象似乎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积累有一定的倾向，在人类中增加

复杂性，既体现在工具制造和设计领域，也体现在社会实践和机构中。Tomasello（1999）称这种倾向为

“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棘轮是包含于转轮机械装置中的爪状物，使转轮仅向一个方向运动。

——译者注）。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创新、真正的模仿（基于理解了他人意图的模仿）以及可能是精心安

排的教育指导是必要因子。但是，棘轮效应不总是起作用，当然，也不总是迅速地起作用。Boesch和

Tomasello（1998）将这一效应出现的失败归因于滑移(slippage)，但是没有具体说明什么可以使得文化

棘轮持久稳定或者易于滑移，关于类智人(相对普遍的)文化演变的条件问题似乎有更多的问题有待解决。

有两个因素看起来是很重要的，它们通常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是使用外在符号系统，另一个是群体交

互作用（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每个都促进了水平的和纵向的文化传播。关于外部信号系统的中心性，

Donald（1991）已经做了很有说服力的描述，这里没有必要再回顾。塔斯马尼亚人的例子，以及现代类智

人的繁华，都指出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累积的人类文化改变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频繁的人类

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提供充足的机会使源自外部的东西不断革新。这一过程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

期的人类学家称之为“扩散”（diffusion）。这种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在我们现代人出现之前的冰

河时代很少发现，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也很罕见。

种系发生和历史文化基础的当代人类认知能力研究需要我们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组

织和文化转变过程中涉及的时间量度问题。这是个困难的任务。我可以写“400万年”，但是我不能深入理

解它的意义。而且证据表明，不论好坏，在过去的400万年中原始人类文化转变的加速速率以及对环境的

改造都是摇摆的。 

即使是想要研究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文化转变，“研究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也是一件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因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0年前，研究整个社会群

体现存的文化特征都不止耗费研究者的一生。这样的情况促使研究转向那些稀有的场合，考察在特定历史

环境下发生的快速的文化转变与人类认知改变的联系，这种考察被证明是可行的。

Beach，Greenfield，Luria和 Saxe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使个体发展和微小遗传变化与社会水平的历史

文化转变累积相关联的动力系统。只要有人采用一般心理机能的测试去研究这个过程，或者是依据大量的

历史数据，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了解那些不平均的，而且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

发生在微小遗传的，个体发生的，以及历史文化的分析水平上，这种分析水平对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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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有人关注特殊的文化组织活动，并且在生活方式中追溯这些行为地点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生

活的一部分；那么变化的过程似乎与交互作用的特有形式非常接近，这些特有形式包括人们试图达到目

标，或者寻找新目标，在特定情境下用特定人造物的结合。

历史文化方向的研究也说明了专门的文化传播机构的重要性。它们包括现代学校和专门的认知上的人

造物品，尤其是书面语言和符号系统；以及这些机构与社会之间普遍的媒介活动。

个体发生的文化变异

认真考虑种系发生与文化历史中的文化-认知联系，使得我们开始研究个体发生的认知发展；个体发

生过程中假定，极大地受到种系发生历史限制的成熟因素与文化因素交织；文化因素对婴儿所在社会中

社会生活的组织非常重要。然而，由于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童年时代更是如此）与整个文化历史相比非常

短暂，更不用说从智人出现以来的人类进化的整个难以想象的时间跨度，心理学家有一种强烈而不可抑

制的倾向，即将种系发生当作不变量，从而作为研究中的不相干因素，对不同文化中的儿童发展进行横

向研究（从文化的角度说）。以此作为理解文化——个体发生关系的方法。

跨文化研究引出的历史障碍，在《比较人类认知的实验室》(1983)手册章节和其他地方（如，Berry, 

Poortinga, & Pandey，1997）已被很好地总结，我先前在本章中论述确定学校教育对认知发展影响的困

难时也已经提及，现不再赘述。很有意思的是，有个别例外（有待标明），这一章节中讨论的两种个体发

生研究方式：概念发展和记忆，两种方法都将这种困难最小化了。关于文化在概念发展中的角色问题，关

键似乎在于实验者通过要求人们采用符合当地词汇形式的“问问题”对话框架作出归纳，从而得到相似

性关系，以此取代以前通过要求被试根据预先划定的标准，对人为构造的物品进行分类的办法，试图让

被试直接建立类别和相似性关系。用于揭示关于生长原因的相关概念可能会这样问“你能永远把一只青蛙

养在碗里吗？”，这样的问题对于养过青蛙或者其他宠物的日本儿童来说就是非常自然的。另一个关于概

念形式研究的例子，所有文化中的儿童都习惯于听到他们不理解的词汇，所以如果告诉儿童狼的身体里

面有andro并问他们鸟的体内是否也有andro，儿童就能通过这样的问题。

在一个类似的方法中，对早期事件的记忆问题也不存在“已知答案的问题”这种古怪特点，而这在

记忆发展研究（以及学校教育研究中）是非常普遍的。研究者（通常还有家长）不知道儿童会宣称什么是

他们最早的记忆。由于当地语言和文化特点，不能完全排除错误解释，这种将重要问题置于一个熟悉的文

化环境中的逼真性有助于建立文化生态效度。类似的，Greenfield和 Saxe采用在熟悉的文化活动中进行

的程序似乎就很合理，他们只是尽量作了修正，使符合他们理论兴趣的重要对比凸现出来。

那么，当采用这种带有人造“感觉”的实验程序时，出现对跨文化比较效度问题的争论也就不足为

奇了。比如关于核心领域发展的文化差异的资料，当采用错误信念任务时，语言的问题对于儿童的表现起

了很大（有许多人认为是关键的）影响。只有采用尽量接近行为核心的程序时才会出现文化的非变异性，

而这又以不能考察儿童心理理论（比如错误信念与情绪的关系）为代价。看起来，几十年来极力满足跨文

化比较和生态效度需要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认知发展被认为是有着很强的生物学基础的，要以认知发展的形式证明文化的作用，这方面

取得的进展就较少了。做这类研究最有希望的就是，研究在生命早期经历过大脑损伤、然后经历了成人的

文化组织环境干预的儿童，操纵关于大脑发展的行为依赖性特征证据。Antonio Battro （2000）采用f-

MRI技术和计算机程序给一个在 3岁时实施了大脑半球切除术的孩子提供了高强度的文化组织的经验环境，

这些经验设计用来帮助他在剩余皮层建立补偿功能的大脑系统。研究者报告说，通过这种“神经教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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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最后获得了高水平的认知成就。根据我们当前的讨论，他也证明了文化组织经验对于大脑发展的重

要作用。

另外一些资料与各种文化组织的活动相结合，这些根据在大脑行为组织中的不同活动的资料来自成

人珠算专家（Hanakawa et al.,2003; Tanaka, Michimata, Kaminaga, Honda, & Sadato, 2002）。在做

数字记忆和心理算法测试时，珠算专家的f-MRI记录显示右脑顶区和其他一些与空间处理有关的结构活

跃。非珠算专家在做这个任务时，他们的f-MRI活动在左脑显示，包括布洛卡区，这说明他们是以语言为

媒介和时间序列加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对比语言任务，专家和非专家都显示了同样的左脑优势 f-MRI活

动。

尽管考察心理过程对应的大脑定位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但是已有的研究已经漂亮地说明了文化

中的人造物品连同文化习俗一起是怎样反作用于人类的大脑、从而使得后天教育成为先天的（nurture 

becomes nature）。

总的来说，从文化与认知发展的视角，认真考察种系发生历史、文化历史以及在个体发展中的文化组

织活动的同时相关性（simultaneous relevance），有望使得文化成为发展研究的主流，从而让我们得

以摆脱关于先天与后天的难以站得住脚的分歧。我们的后天教育就是我们的先天本性。我们越早接纳这个

事实，并且将它应用于组织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己，人类发展的未来就会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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